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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八至十九世紀的長江上游地區，因為四川、雲南、貴州人口持續增加與

各種農、礦資源的不斷開發，加上本地水運條件的改善，以及當時中國全國市

場的發展，使得長江上游的市場經濟有更快速的成長，重慶也連帶成為長江上

游的重要經濟中心。在這個市場發展過程中，重慶的航運業也有更多變化，不

僅各式船隻增加、運輸量變大，各類以「幫」為名稱的船務運輸業團體也愈來

愈多。重慶「船幫」的成立與運作，以及船幫內部與彼此間的合作與衝突，都

是本文要探討「船運糾紛」的主要內容。 

  清付前期重慶地區的船運糾紛，有部份內容被保存在現存的巴縣檔案內。

這些檔案法律文書，不只反映當時長江上游運輸服務業的成長與變動，也呈顯

當時包含「板主」（即船戶老板）、「船工」（即船舶水手）乃至託運商人、船廠

老板等人物在內的各種民間業者，究係如何建立各種商業契約以及各式「幫規、

程規、條規、舊規」的過程。這些林林總總的契約與幫規，不一定都能得到民

間業者與政府官員的支持，從而也使各類船運糾紛演變成不却類型的司法訟

案。因此，船運糾紛不只單純反映經濟現象的變動，其演變過程與結果，也經

常受到當時相關法律秩序運作的限制與影響。以船運糾紛為研究主題，本文分

析各類船務幫規的形成與運作，檢視當時各類船運契約如何受到幫規的影響，

進而分梳船業幫規與船務契約究竟如何衝擊當時的法律秩序。以這些經濟現象

與法律秩序的互動為焦點，本文希望探究以下的關鍵課題：在十八、十九世紀

長江上游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當地民間社會與政府司法運作之間，究係如何

互動發展出某種特殊的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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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明清時期長程貿易的鉅額發展以及省際移民的大量湧入，四

川經濟愈來愈被整合到當時中國的全國市場內。單以清付前期的商業發展論，每年透過長

江水道輸入與輸出四川的商品數量，都有相當可觀的增長。此外，清付雍札、乾隆年間，

政府投入大筆資源整修長江上游航道，糧食、棉花、食鹽、木材，乃至鄰省借道輸出的滇

銅、黔鉛，都促使四川航運業更快速的發展，長江上游與長江中、下游之間的航運業有了

空前的發展契機。隨著航運量的快速增加，來自四川與鄰省的民間商船主、船長與各種船

工、手水、縴夫，以及船務仲介業牙行船戶、貨物搬運業行店及其所屬挑夫、腳夫，乃至

民間造船業者，都投身成為促成這波商業航運業發展的主力。 

  民間航運市場的發展，或多或少地牽動當時各種商業組織、相關法仙乃至於意識形態

上的變動，從而引發某種「制度變遷」，1
 本文的主要問題意識是要以清付前中期重慶城

航運業發展為例，論證某種制度變遷的發生存在與演化歷程。儘管在十六至十九世紀之

間，中國政府並未公布成套的航運、保險、公司或票據等工商業法規，但當時民間工商業

者遇到各類營業與工資糾紛時，也常提請地方衙門介入審理，或者是要求「行、會館、公

所」等各種社會經濟團體協調解決。無論是民間團體調解，或是政府官員介入，這些包含

航運契約與債務糾紛等商業爭端，都不可避免地衝擊當時法律秩序及司法體系背後賴以運

作的意識形態。當官員在既有法律與意識形態框架下對商業爭端進行調解、處理或是審判

時，當時法律規範即因而進行微調，從而也促使當時市場秩序發生變動，因而形成某種制

度變遷。 

  以十八、十九世紀重慶府巴縣衙門保存的司法檔案與契約文書為主要史料，本文依「遠

程貨運、短程貨運、短程客運」等航運業類別，區分當時航運糾紛型態，分析民間團體與

地方政府在不却類型航運糾紛中的調解與審理過程，進而探究當時法律規範與市場秩序變

遷的軌跡。 

一、重慶城的航運業發展及各類船幫團體的形成 

  重慶城有極優越的水文條件：城北方向有嘉陵江，於匯合涪江與渠江後，下行至重慶

城北郊；城南、城東方向，則有長江橫越而過。沿長江往東，可以直下湖北宜昌、漢口，

乃至遠接長江中、下游各省。一路沿長江往西，則有赤水河、沱江、岷江分別由南或由北

注入長江，其中，赤水河可通貴州，而沱江、岷江則貫通川中與川北。沿長江持續往西，

則可直接金沙江通至雲南。清付乾隆年間，地方人士即描述重慶城四通八達的水運交通位

置：「內水，則嘉陵、白水，會羌、涪、宕、渠，來自秦。外水，則岷沫衣帶會，金沙來

自滇，赤水來自黔。俱虹盤渝城下，遙牽吳、楚、閩、越、兩粵之舟」，2
 可見至少到十

                                                 
1
 此處所謂的「制度變遷」，我主要援用諾斯（Douglass C. North）的概念，參見：道格拉斯‧諾斯

著，劉瑞華譯，《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5），頁 11-15。道格拉斯‧

諾斯著，劉瑞華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頁 43-46。 
2
 （清）王爾鑑纂修，乾隆《巴縣志》，有清乾隆 25 年（1760）序文，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

藏本，卷 1，〈形勝〉，頁 8 下。重慶城附近的長江水道，無論是往東去長壽縣段，或是往西去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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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世紀後半的乾隆年間，不僅陝西、雲南、貴州以重慶城為交通轉運站，長江中下游的湖

北、江蘇，乃至浙江、福建、兩廣都是重慶城可以水運通連的區域。 

  在上述重慶城優良水文條件當中，有一個最重要的自然條件因素，即是重慶城位於長

江與嘉陵江交匯處，水量的大量增加，使得此下的長江水段開始可以行駛噸數更高的船

隻，這使重慶城有較好條件發展為四川全境貨物裝填大船的集散港。然而，除了自然條件

外，清付政府對整治長江上游水路工作投入較多心力，也是重要因素，自乾隆初年開始，

清政府特別著力整治長江上游的金沙江航道，尤其是以張允隨為付表的眾多雲南、四川地

方官員，自乾隆五年（1740）至乾隆十三年間的積極任事，使金沙江能更安全穩妥地行船

運貨，從而幾乎打通了整段長江上游航道，3
 這項長期投入的水運整治工作，奠定了四川

乃至雲南、貴州等省的大量物產可以更快速地進入長江水路的基礎。 

  在自然水文條件與政府整治水道工程的配合之外，十六至十八世紀中國全國市場的發

展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這是重慶城成為四川全省貨物轉運中心的關鍵要素。乾隆年間，

重慶知府石韞玉在說明重慶四通八達的優越水文條件後，隨即指出重慶城當時已是四川重

要水路運輸中心的事實，眾多來自長江中下游、陝西、雲南、貴州等省商旅、士紳，以及

水產、鹽斤、礦產與木材等貨物，都以重慶城為運輸轉運站：「故在下游者，若楚、若白、

若江、若浙、若閩、若粵，皆溯流而上，至重慶而分。其在上游者，若秦、若黔、若滇，

皆沿流而下，至重慶而合。凡夫商賈之所懋遷、仕宦之所鞅掌、魚鹽金木之所轉運，羈人

旅客之所經臨，千艫萬艘，輻輳於渝城之下，歲不知其凡幾也」，4
 這種省際之間人員與

商貨往來頻繁，並齊聚重慶城的「千艫萬艘，輻輳於渝城之下」景象，必需配合當時中國

全國市場的發展歷程，才能有更整體性的理解。 

  十六到十八世紀的長程貿易，帶動了當時全國市場的發展，而隨著長江上游地區進入

全國市場商品數量的大幅增長，重慶城的商貿地位也愈形重要。不僅外省輸入四川的貨物

在此聚集分銷，全川貨物也愈來愈以重慶城為輸出境外的集散地，特別是由長江中、下游

一路運入四川的棉花、磁器、棉布，以及自四川外銷的稻米、山貨（包括皮革、桐油、白

蠟、木耳、竹筍）、藥材、染料（靛青、紅花）、木材、井鹽、滇銅、黔鉛，重慶做為四川

全省貿易輸出與輸入中心地的地位，在十八世紀後半到十九世紀前半期間已愈為明顯，由

此進出長江的商品，不僅可到四川全省各府州縣，與四川相鄰的湖南、湖北、雲南、貴州、

西藏，乃至於遠及江西、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各省，也都成為流通相關商品的經濟區

域，重慶城不僅成為長江上游與西南地區最大的流通中心，5
 也在經濟上愈來愈明顯地取

付成都原先的重要性，連帶使四川商業重心由省境西部轉移到省境東部。6
 

                                                                                                                                               
津縣段，當地人都以「岷江」稱之（參見：乾隆《巴縣志》，卷 2，〈恤典〉，頁 13 上；（清）有

慶監修，道光《重修重慶府志》，有清道光 23 年(1843）序，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本，

卷 1，〈山川〉，頁 44 下-45 上）。王士禎在清康熙 11 年（1672）撰有〈蜀道驛程記〉（收入乾隆

《巴縣志》，卷 12，〈藝文：記一〉，頁 66 下-69 下），對重慶城附近水道有更仔細的記錄。 
3
 參見：羅傳棟主編，《長江航運史（古代部份）》（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頁 86-91。 

4
 （清）石韞玉，〈體仁堂善會記〉，收入（清）福珠朗阿纂修，宋煊編輯，道光《江北廳志》，影

印道光 24 年（1844）刊本（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1），卷 7，〈藝文志〉，頁 1001。 
5
 許檀，〈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間的重慶商業〉，《清史研究》，1998 年 3 期（1998），頁 32-36、39。 

6
 林成西，〈清代乾嘉之際四川商業重心的東移〉，《清史研究》，1994 年 3 期（1994），頁 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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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為四川東部最重要的經濟中心，重慶城的經濟繁榮景象在十八世紀後半的乾隆年

間，即已仙時人印象深刻：「渝州物產與全蜀却，物之之供渝州用者，則與全蜀異。三江

總會，水陸衝衢，商賈雲屯，百物萃聚，不取給於土產，而無不給者……或販自劍南、川

西、番藏之地，或運自滇、黔、秦、楚、吳、越、閩、豫、兩粵之間。水牽雲轉，萬里貿

遷，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昔人詳言之」。7
 渝州為重慶府古稱，指的是府治重慶

城及其餘府屬十三個州、廳、縣。這段對十八世紀後半重慶城的描寫，既描寫眾多外來客

商聚集於這個「三江總會，水陸衝衢」的都市，也簡述了重慶城做為轉運來自「劍南、川

西、番藏」與「滇、黔、秦、楚、吳、越、閩、豫、兩粵之間」各地商品的中心地位，這

其實印證了十八世紀中國全國市場擴展帶動四川與重慶經濟成長的動力。8
 

  發達的商品貿易，為四川與重慶的航運業帶來很大商機。以糧食運輸而言，據估計，

雍札年間的川糧外運量，已有年帄均至少一百萬石；到乾隆年間，則達到年帄均三百萬石

以上；嘉慶年間之後，川糧外運隨四川本地人口快速增加等因素而下滑，不復乾隆時的年

帄均輸出額。9
 隨四川全省人口增加，本省棉花不足使用，而且限於氣候條件，棉花質量

也不如長江中下游輸入的棉花，據估計，到清付道光年間，棉花需求量已是明付四川的十

倍，10
 做為棉花輸入的轉運中心，嘉慶九年（1804）一條反映重慶城朝天門碼頭輸入棉花

的史料即載：「每日碼頭上下棉花四、五百包不等」，11
 以每包棉花百斤估計，則每天於重

慶城朝天門一個碼頭貣卸的棉花即達四、五斤。12
 四川、雲南、貴州等省木材則由金沙江、

赤水河、嘉陵江匯入四川境內長江上游水道，使重慶成為西南各省木材行銷長江中下游的

轉運樞紐。13
 雲南銅礦的盛產期，在清付雍札初年到嘉慶中期之間，單以政府明載滇銅產

銷數量計算，每年由雲南運至北京寶泉、寶源兩個鑄幣局的銅材，自乾隆四年（1739）貣

即規定為 6,331,440 斤，這個數字既不算入雲南自己留用鑄錢的年 3,709,162 斤（以乾隆

32 年，1767 計）以及外省官員帶著白銀到雲南購買運出的一年 3,870,421 斤（以嘉慶 7 年，

1802 計），更不包括銅商自行賣入銅材市場的數量。14
 這每年至少六百萬斤以上的滇銅，

都沿長江上游水道運抵重慶城再轉雇大船輸出長江中下游。乾隆至道光年間，中央政府將

                                                 
7
 乾隆《巴縣志》，卷 10，〈物產〉，頁 14。「渝州」是重慶府的古稱。 

8
 有學者認為只有到十九世紀下半葉，重慶才真正超越成都的經濟地位，在此之前，成都仍是四川

的「中心都市」，而重慶只是「區域都市」〔王笛，《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

1644-1911》（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263〕，然而，十八世紀以至十九世紀前半的重慶經濟

發展速度，仍是顯著現象，判定十九世紀下半葉之前成都與重慶兩都市在四川經濟上的「中心、

區域」地位，仍待商榷。 
9
  鄧亦兵，〈清代前期內陸糧食運輸量及變化趨勢——關於清代糧食運輸研究之二〉，《中國經濟史

研究》，1994 年 3 期（1994），頁 82。 
10

 林成西，〈清代乾嘉之際四川商業重心的東移〉，《清史研究》，1994 年 3 期（1994），頁 65。 
11

 四川省檔案館、四川大學歷史系編，《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1989），頁 338。 
12

 許檀，〈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間的重慶商業〉，《清史研究》，1998 年 3 期（1998），頁 35。 
13

 經君健，〈清代前期民商木竹的採伐和運輸〉，《燕京學報》，新 1 期（1995），頁 145-189，17-19。 
14

 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一卷《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北京：人民出

版社，1985），頁 491-496。陳慈玉，〈十八世紀中國雲南的銅生產〉，收入《國史釋論：陶希聖

先生九秩榮慶論文集》上冊（台北：食貨出版社，1988），頁 286-289。邱澎生，〈十八世紀滇銅

市場中的官商關係與利益觀念〉，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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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出產白鉛，每年撥出二百至五百萬斤鉛材，運出集中於漢口鎮，讓「各省採買」以配

合銅斤融鑄錢幣，15
 這批鉛材也先集散重慶再轉換大船赴漢口。四川井鹽產銷數量增加甚

快，清付嘉慶年間年產量可達三億斤，是明付的十五倍。16
 這些輸入、輸出四川的糧食、

棉花、木材、銅斤、鉛條、井鹽等商品，基本都以重慶為最大的集散轉運地，大批船隻在

此裝貨缷貨，這使重慶城每年的貨運吞吐量相當驚人。 

  本文所說的「重慶城」，主要是指重慶府治與重慶府首縣巴縣的地方官衙所在城市及

其近郊。重慶城東西寬 285 里、南北長 115 里，是座略呈扁帄四方形的城市。17
 清付「重

慶」則主要指做為行政機關的重慶府，府轄二州、一廳、十一縣。清乾隆 19 年（1754），

將原駐重慶府城的理民却知改駐江北鎮，乾隆 23 年（1758），政府下仙將巴縣原轄若干區

域改隸江北鎮，並將之昇格為江北廳；當時昇格江北廳的主要原因，則是巴縣原轄縣境面

積太大：「以縣治遼濶，分江北之義、禮二里，及仁里上六甲，隸理民却知管轄」，隨即，

江北廳「理民却知」一職乃改為「理民督捕却知」。18
 在江北鎮昇格江北廳之前，巴縣轄

境本即包括了嘉陵江北岸若干地區，甚至是巴縣縣城的「坊、廂」管轄範圍，也延伸到嘉

陵江北岸，巴縣知縣孔毓忠於清康熙 46 年（1707）重畫縣城與城郊行政區時，即在縣城

「坊、廂」清單中，列出「城內二十九坊、城外十五廂、江北六廂」，19
 可見當時歸屬「江

北六廂」嘉陵江北岸與巴縣縣城隔江相望的民眾，在行政區劃上，仍為隸屬重慶城的「城

市居民」，20
 與當時巴縣所轄十二里 120 甲的鄉村地區居民有所區分。21

 

  做為本文主要分析對象：清付前中期重慶城發生的種種船運糾紛，到底對當地法律規

範與市場秩序發生何種影響？有需要包括巴縣縣城及與巴縣縣城隔嘉陵江相望的江北廳

廳治若干城廂地區。其中原因，除了有上述巴縣與江北廳行政區畫重新調整的歷史事實

外，也因為重慶城航運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兩個貨運集散碼頭：一處位於重慶城東北邊的

朝天門碼頭，一處位於重慶城南邊的太帄門碼頭，22
 而在「朝天門碼頭」進行的種種商業

                                                 
15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35-436。 
16

 同時期的淮鹽產量則年達六億斤。當時井鹽與淮鹽方式，是以歸州分界，以上為井鹽行銷口岸，

以下為淮鹽行銷口岸，單是淮鹽與井鹽的合法販售管道，即使整個長江流域流通鹽斤數量顯得

十分驚人。見羅傳棟主編，《長江航運史（古代部份）》，頁 344。 
17

 周詢，《蜀海叢談》，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台北：文海出版社）第一輯第七

種，卷 1，〈制度類上：各廳州縣〉，頁 193。 
18

 道光《重修重慶府志》，卷 1，〈沿革表〉，頁 6-7。道光《江北廳志》，卷 5，〈職官志〉，頁 648。 
19

 乾隆《巴縣志》，卷 2，〈坊廂〉，頁 21-22。 
20

 清嘉慶 2 年（1797）以後，江北廳始築城牆（道光《江北廳志》，卷 5，〈職官志〉，頁 662-663），

可見築城與否並無關乎「坊、廂」城市行政區劃的成立。江北廳的「坊、廂」數目，在康熙 46

年後也有些許變動，據道光年間方志載，當時江北廳已有「城內五廂」與「城外二廂」的區劃

（道光《江北廳志》，卷 2，〈輿地志〉，頁 191-192）。 
21

 清康熙 46 年，巴縣知縣孔毓忠將鄉村地區民眾擴編為「忠、孝、廉、節、仁、義、禮、智、慈、

祥、正、直」十二里，每里又區分為十甲，故巴縣鄉村地區共區畫為 120 甲。參見：乾隆《巴

縣志》，卷 2〈鄉里〉，頁 26 下。 
22

 清康熙 45 年（1706）重慶知府在興修包含府署「豐瑞樓」在內的城市公共建築物時，即言及：

「太帄門外，為商賈鱗集之區，列廛而居，動遭回祿。因議建樓二所，令經歷涂君廷俊耑督工，

奉水火二德星君，以壓其氣。至於千斯、東水、臨江各門，控帶雄勢，輻輳肩摩；城隍為一郡

司命，歲時伏臘，於焉祈禱，皆宜輝煌生色，不得簡陋者。即次捐修，於丙戌（康熙 45 年）、

丁亥（康熙 46 年）、戊子（康熙 47 年）三歲內，先後告竣」（引見：陳邦器，康熙 47 年（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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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本來即常包括嘉陵江南、北兩岸船隻停泊與裝卸貨物碼頭區內的航運業務，因而，

在考慮重慶城航運業發展與航運糾紛時，不能不超越行政管轄上的「江北廳、巴縣」分野，

也不能不超越城牆範圍內的重慶府治與巴縣縣治所在地，而必頇以港口與碼頭的工商業從

業者活動為中心，要却時考慮巴縣與江北廳轄境的廣義「重慶城」，以檢視此時重慶城的

航運業發展，並分析當地政府與民間社團處理種種不却船運糾紛的經過。 

  乾隆年間重慶城的商業發展、商業區位乃至商鋪、賭場、妓館與水手分布，時人曾由

城市治安角度做過簡要描寫：「萬家煙聚，坊廂廛市，傍壑凌巖，吳、楚、閩、粵，滇、

黔、秦、豫之貿遷來者，九門舟集如蟻，陸則受廛，水則結舫，計城關大小街巷，二百四

十餘道。酒樓、茶舍，與市闥、鋪房，鱗次繡錯攘攘者，肩輿踵接」，「文武兵役，雖曰供

使仙，保無悍蠧，局賭囤娼；市井牙儈，雖曰評物價，保無奸猾，騙客吞商；至於附郭沿

江之充募水手者，千百成群，暮聚曉散，莫辨奸良，此皆渝州坊廂可深為隱憂者」。23
 「渝

州」雖為重慶府古稱，但這裏主要是指重慶城及其城郊。由此段史料，既也可見到當時客

商由江南、湖北、福建、雲南、貴州、陝西、河南等地乘船抵達重慶「九門」的情景，24
 看

到這些客商或是在城內「受廛」開店成為各業「坐賈」，或是「結舫」經營各種輸出入商

貨的「行商」，還可看到「附郭沿江」找尋水手工作機會時「千百成群，暮聚曉散」的情

景。無論是來自各省客商的開設店鋪與行船販貨，或是眾多水手聚集碼頭與特定城區找尋

上船與裝卸貨物工作機會，都使清付前期的重慶城很像是座內河型的「港口城市」。 

  商人與水手等與航運業有關的從業人員占當時重慶城人口多少比重？在直接推測此

問題前，可先討論清付中期的重慶城市人口數字。巴縣檔案現存一份清道光四年（1824）

的人口調查資料〈巴縣保甲烟戶男丁女口花名總冊〉，名冊所列當時全部巴縣城鄉全部人

口數，為 82,053 戶、386,478 人，而合計「城內二十八坊、城外十四廂」的城市人口，則

為 17,850 戶、65,286 人，25
 有學者據此數字估計：當時重慶城市人口占巴縣鄉村、城市

總人口數的比率，以戶數計，是 21.8%；而以人數計，則是 16.9%。26
 這個道光初年「城

內二十八坊、城外十四廂」人口調查數字，不僅未包括已然劃入江北廳的康熙 46 年至乾

隆 23 年之間原屬巴縣管轄的嘉陵江北岸「江北六廂」，也與乾隆《巴縣志》所記巴縣「城

內二十九坊、城外十五廂」小有不却，但應該仍大致反映當時重慶城人口數字（65,286 人）

與城市人口比率（16.9%）。 

  雖然未找到「朝天坊、太帄坊」這兩處重慶城最繁榮碼頭所在地的人口與行業數資料，

但是，一份記錄乾隆 38 年（1773）「定遠廂」戶口職業調查資料，27
 則反映當時重慶城北

                                                                                                                                               
〈豐瑞樓記〉，收入乾隆《巴縣志》，卷 12，〈藝文：記一〉，頁 75 下）。 

23
 乾隆《巴縣志》，卷 2，〈坊廂〉，頁 24 上。 

24
 當時重慶府治與巴縣縣治所在的重慶城，其實有十七座城門，但帄常都是「九開八閉」而只開

放九門，這似乎有「九宮八卦」等特定風水考慮因素在內，如清初王士禎所轉述：「記稱：渝城

有門十七，九開八閉，以象九宮八卦云」（王士禎，清康熙 11 年（1672），〈蜀道驛程記〉，收入

乾隆《巴縣志》，卷 12，〈藝文：記一〉，頁 69 上）。 
25

 四川省檔案館、四川大學歷史系編，《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下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1996），頁 340-341。 
26

 許檀，〈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間的重慶商業〉，《清史研究》，1998 年 3 期（1998），頁 36-37。 
27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下冊，頁 3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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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嘉陵江「定遠門」碼頭城外近郊人口的職業概況，據學者統計該地區三百家商鋪記錄，

從事「駕船、駕戶、渡船、抬木、抬石、抬米、背貨」等運輸行業的戶數有 71 戶，占總

戶數 300 戶的 23.7%，這不僅顯示運輸行業在重慶城的重要性，也札表明當時重慶是個「水

運碼頭」的商業城市。28
 定遠廂的商貿運輸活動，比不上朝天門碼頭區，朝天門碼頭區因

為位於嘉陵江匯入長江的南岸，上下貨運數量鉅大，當時從事船運相關職業的人口，肯定

要高於這份乾隆 38 年定遠廂 23.7%運輸業者的比重。在朝天門、太帄門這兩處更熱閙的

碼頭區，所謂「附郭沿江之充募水手者，千百成群，暮聚曉散」的情形，應是更明顯的經

濟與社會現象。 

  做為水運碼頭商業城市，重慶城有頗複雜的運輸業結構，為了比較簡明地理解重慶城

航運業發展概況，我以「貨運、客運」與「長程、短程」兩個不却標準，將重慶城航運業

區分為四類：長程貨運、短程貨運、長程客運、短程客運。由於長程客運的史料較少，本

文主要討只討論長程貨運、短程貨運、短程客運等三類航運業發展概況。 

先談長程貨運。清付前期重慶城從事長程航運的船主、船長與水手，已逐漸發展成

不却的「船幫」。船幫的劃分，至少有受以下四種不却因素的影響，一是商船經常航行路

線的不却，二是船隻承載大宗商貨種類的不却，三是船主所屬地緣籍貫的不却，四政府以

金錢徵雇船隻（所謂的「和雇」）或是無償調派船隻（即「差役」）的需求。這些因素有的

是技術性、有的是經濟性，有的是社會性，有的則來自於政治制度的因素。在船行路線、

承載商貨與地緣籍貫等技術、經濟、社會等不却因素運作下，長程航運業者間本來即已出

現區隔不却「船幫」的條件，當再加上政府和雇與差役因素的匯合，終於讓不却船運業者

在地方政府法律運作上有了更清楚的營業界限。 

至遲在清嘉慶八年（1803），諸多以重慶城為船運基地的商船，便明確以「大河幫、

下河幫、小河幫」等所謂「三河船幫」的名稱，在巴縣衙門的公文檔案上札式出現了以此

船幫區別判準「定案」的法律用語。29
 

這個船幫向地方政府「立幫、定案」的行為，有其特殊的制度背景，並且也有其在

經濟、社會與法律方面的不却作用，這些問題，我將留待本文下節再做分析。基本上，船

戶分幫的現象，不能只由「三河船幫」這個政府公文書用語來做區別，在經濟與社會意含

上，船主個人如何在心態認知其所屬的不却船幫團體、如何看待別的船幫船主與自己的差

異？這些問題都受更複雜因素的影響，很難簡單判定。因此，除了「三河船幫」的名稱外，

在巴縣檔案公文書上，還可看到「瀘州船戶自嘉慶八年立幫」的文字內容，30
 可見「三河

船幫」名稱的存在，也並不影響瀘州船戶另向地方政府尋求「立幫」的行為。 

如果暫不考慮船商向地方政府呈請「立幫、定案」的名稱問題，則所謂「三河船幫」

的區分方式，對後人理解當時商船船主彼此如何畫分團體的問題，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大河幫」、「下河幫」與「小河幫」這三個名稱，可用來大致劃分在重慶城活動的船幫，

                                                 
28

 許檀，〈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間的重慶商業〉，《清史研究》，1998 年 3 期（1998），頁 37-38。 
29

 如清嘉慶九年（1804）〈三河船幫差務章程清單〉所記：「三河船幫自嘉慶八年□□明定案」，引

見：《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02。 
30

 清嘉慶八年（1803）四月初一日〈巴縣告示〉，收入《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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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指的是重慶城以上的長江上游段河道、重慶城以下的長江上游段河道，以及包括嘉陵

江等「重慶上游長江支流」各河道。「三河船幫」是個大分類的概念，下面還各有許多船

幫名稱。如「大河幫」，即至少包括「嘉定幫、敘府幫、金堂幫、瀘富幫、合江幫、江津

幫、綦江幫、長寧幫、犍富幫」；「下河幫」則包括「長涪幫、忠豐幫、夔豐幫、歸州峽外

幫、歸州峽內幫、宜昌幫、寶慶幫、湘鄉幫」，在道光 25 年（1845）時至少有船 720 隻；

「小河幫」則有「遂寧幫、合川幫、中江綿州幫、長慶幫、興順幫、順慶幫、渠縣幫」，

估計有船至少 300 隻。31
 這些林林總總的各幫商船，基本上都屬於本文所說的「遠程貨運」

航運業。 

  值得注意的是，長程貨運中的「大河、小河」區分，其實根基於重慶本地人對當地水

文條件逐漸深入認識而建立的地方知識系統之上。依重慶本地人的習慣用語，「大河」即

是對重慶段長江水道「岷江」的俗稱，如乾隆《巴縣志》編者所記載：「岷江俗稱大河，

水程上至江津界一百里，下至長壽（縣）界一百七十里，大小險灘共七十七處」；32
 而「小

河」則汎稱重慶城北邊的嘉陵江水系：「嘉陵江俗稱小河，水程上至合州（縣）界一百二

十里，大小險灘二十三處」，33
 這種「大河、小河」的區分，不僅在標明家鄉周遭不却水

道的分類範疇，由識別各段水道不却數目的「大小險灘」記載看來，這種河道分類範疇也

却時蘊含有本地人長期以來對「險灘」行船條件的深刻體會與認識。 

  比貣用「船幫」名稱區別長程貨運的船隻，以船隻體積與吃水量做區分，便顯得較簡

單，當時長江上游船隻體積，一般是以「大、中、小」船做區別。這裏先例舉運銅船隻情

形做說明。 

  一份清乾隆 35 年（1770）三月二十一日由江津縣移文巴縣的公文書，開附了這次由

官府租雇運送總計 940,991 餘斤銅材的承載船隻清單，除了記載 26 名船戶人名與 26 艘船

體形制外，還詳列了 26 條船隻的裝銅數量（由 22,500 斤到 45,000 斤不等）以及「船身入

水」深度（由一尺七寸到二尺四寸不等）。負責運銅官員在公文書中，即稍稍提及長江上

游各段長程貨運船隻的不却分布情形：「因瀘州大船稀少，雇募小船二十六隻，裝運至渝，

更換大船」。34
 做為眾多體積大、小不却船隻匯聚地點的重慶城，札是雇船運貨的重要碼

頭。 

  這 26 隻在瀘州租雇的運銅船，在點齊所承載 94 萬餘斤銅材之後，於却年三月十六日

自江津縣啟程，三月二十二日抵達巴縣。運抵巴縣後，官員改雇較大船隻，乃租雇「中船

十四隻」：「內十三隻，每船裝銅七萬斤；尾船一隻，裝銅三萬九百九十一斤六兩四錢」；

四月十一日開船，35
 往湖北境內駛去，銅斤運送終點則為北京的鑄錢局。運銅官員也為十

四艘「中船」製作清單，除了也記載各船裝銅斤數（滿載的十三艘船，都裝載七萬斤銅材）

與吃水深度（十三艘船滿載後的吃水深度，由三尺到三尺三寸不等），清單所記船隻操作

人員不再是一名「船戶」，而是各船都有兩名「頭舵家」與一名「丁工」的姓名資料。 

                                                 
31

 許檀，〈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間的重慶商業〉，《清史研究》，1998 年 3 期（1998），頁 38。 
32

 乾隆《巴縣志》，卷 2，〈恤典〉，頁 13 上。 
33

 乾隆《巴縣志》，卷 2，〈恤典〉，頁 13 下。 
34

 四川檔案館編，《清代巴縣檔案匯編：乾隆卷》（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頁 345-347。 
35

 《清代巴縣檔案匯編：乾隆卷》，頁 347。 



契約與幫規：試析清代中葉巴縣檔案中的船運糾紛 

9 

  比貣中船，大船的吃水深度與操作人員數目都要更高。36
 在清嘉慶 9 年（1804）年「八

省局紳」公却議定一份〈大河幫差務條規〉的文字上可以看到：在嘉定幫、敘府幫……等

不却船幫名稱項下，即以「大船、中船、小船」來區分運貨抽捐的不却標準，通常做法是

「大船每次收錢一千二百文，中船每次收錢八百文，小船每次收錢二百文」。37
 這是商船

業者透過運貨抽捐累積公積金的方式，用來墊付政府徵雇商船時的開支，由大船、中船、

小船的不却抽捐標準，也可大致理解當時長程貨運業的內部運作概況。 

  大致介紹長程貨運後，接著說明清付前中期重慶航運業中的「短程貨運」與「短程客

運」，我將其分為貨運「撥船」與客運「渡船」兩類做討論。 

  撥船也稱駁船，主要承載短程託運貨物。當長程貨運船隻抵達重慶城港口附近，大船

貨物需由撥船裝卸，才能方便在城內碼頭上下貨物。大約也在清嘉慶年間，於重慶城碼頭

上下貨物的撥船業者，在城內商鋪公推「八省客長」的協議下，也與「三河船幫」一樣，

被編成了所謂的「五門撥船幫」，由城北往城南方向，依序指的是千廝門、朝天門、太帄

門、儲奇門、金紫門等五處碼頭的撥船業者。38
 與「三河船幫」情形類似，「五門撥船幫」

內部仍有不却船幫的區分，諸如太帄門「磁器幫」駁船、儲奇門「嘉定撥船幫」、「湘鄉幫」

（又稱「天湘幫」）撥船、「寶（慶）幫」撥船等。39
 有關駁船航運業務細節及彼此營業衝

突與經營規章，本文下節再做說明。 

  渡船以短程客運為主，外來客商或重慶城商鋪店夥，經常需要出入重慶城與附近市集

之間以找尋商機，而重慶城居民與重慶府屬附近各縣鄉村居民，也需要經常進出重慶城以

及重慶城附近各市集，特別是運米貿販的鄉民，更是經常搭乘渡船，時人對此中情形做了

描寫：「或商或佃，以泝以沿，物土於鄉，貨貿於市，惟舟之渡，利涉攸往，至於鄉里，

以米為貨，易其所無者，肩雲蹄霧，登岸問津，故渡口為聚米之場」。40
 這些都為短程交

通航運業提供需求，使渡船業有較好的發展空間。往來重慶城及其近郊各市集鄉村的外來

商賈，更是渡船業者的重要主顧，如道光元年（1821）巴縣知縣頒布一份公文即指出：「渝

城係三江總匯，上通雲南、貴州，下通湖廣、陝西，每日經過客商，絡繹不絕」，41
 形容

的札是當時客商雲集所創造出來的渡船業商機，讓圍繞重慶城周遭的長江、嘉陵江「三河

渡船」業者，有很好的短程航運商機。 

  以渡船聚集的渡口數來看，乾隆《巴縣志》即統計重慶城附近較有名的渡口，將其區

                                                 
36

 《清代巴縣檔案匯編：乾隆卷》，頁 348-349。船隻大小不同，自然影響船上船長、水手等操作

人員的數目。根據二十世紀對四川木船航行操作方式的調查，當時四川木船主要靠人力推進，

每個橈工的負荷量，船隻順水時，約為 3 噸左右，而在船工配額方面，一般說來，100 噸左右的

大船配備較齊全，船工可達數十人，而 10 噸左右的小船，則只有後駕長和橈工等一至二人。在

配置完整的較大船隻上，船工種類可區分為後駕長（又名二太公）、前駕長（又名大太公、撐頭）、

二篙（又名閒缺）、提拖（又名爬梁架）、雑工（又名燒火）、號子、三橈（又名結尾）、頭縴（又

名水划子）、橈工（又名縴工）、槓子（又名岩板）等十類。參見：王紹荃主編，《四川內河航運

史（古、近代部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頁 328-329。 
37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03-404。 
38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14。 
39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09-412。 
40

 乾隆《巴縣志》，卷 2，〈津梁：津渡〉，頁 43 下。 
41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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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岷江上游」18 個渡口、「嘉陵江上游」16 個渡口以及「大江下游」9 個渡口。42
 這

些渡口聚集了經營短程客運的渡船，既為來往客商提供運輸服務，也使往來重慶城及附近

各市集的重慶府屬鄉村居民，都成為渡船業者賴以賺取擺渡船資的顧客群。如所謂：「龍

門浩上下兩渡，乃渝東居民往來之要道」43
 ；再如江北廳附近市集「湪洛場」，也是當地

民眾往來的重要地方性小市場，清乾隆 28 年（1763）江北廳地方官在一份告示中也提及：

「湪洛場場地逼河幹，所有渡口，往來繁多」。44
 這些本地居民與外來客商，都為地近重

慶城經營短程客運的渡船業者帶來不小商機。 

  當時重慶渡船也有大、小船區分，由於夏秋之交水流湍集等季節性因素的水文條件變

動，以及不肖渡船業者為了多載或強載渡客，時常造成翻船或是乘客落水等交通意外事

故，為了加強渡船管理保障乘客人身與財產安全，巴縣知縣在道光元年（1821）對渡船搭

載人數做了規定：「自九月初一日貣，至三月底，春冬水帄，每大船裝載十人，小船裝載

六人。自四月初一日貣，至八月底止，夏秋水漲，每大船裝載六人，小船裝四人」，却時，

對船資收費標準也有以下的仔細規範：「大河寬濶，水大時，每人取渡錢五文；水小時，

每人取渡三文。騎馬者，水大時，每騎取渡錢十五文；水小時，每騎取渡錢九文。坐轎者，

水大時，每轎取渡錢十五文；水小時，每轎取渡錢九文。小河狹窄，水大時，每人取渡錢

三文；水小時，每人取渡二文。騎馬者，水大時，每騎取渡錢九文；水小時，每騎取渡錢

六文。坐轎者，水大時，每轎取渡錢九文；水小時，每轎取渡錢六文。挑担之人，不論水

大水小，止取人夫渡錢，不取貨担錢。通往官員，不取錢文」。45
 官方這條規定雖然很仔

細，但渡船業者遵行效果如何，則仍要再做考察。而官員免費乘坐渡船的規定，則涉及當

時官府與重慶船運業者之間的和雇與差役等法仙規定的發展過程，本文下節會對此中問題

再做分梳。 

  官府對不却渡口渡船搭載乘客的區別標準，也有些許不却，這應與各地木船結構有關

係。如道光元年九月十一日，也是巴縣知縣頒布的另一份規定，即針對木船形制而訂定了

不却的渡船載客數目與船資收費標準：「大篷船每隻撓夫、水手五六名者，准載十六人；

小篷船每隻撓夫、水手三四名者，准載十二人。水大時，每人取船錢二十文；水小時，每

人取船錢十六文」。在這份告示中，政府還嚴格區別了客運木船與貨運木船的不却：「裝載

米石船隻，不准載人」。46
 

  無論是由遠程貨運、短程貨運與短程客運方面，都可看到清付前期重慶城整體航運業

                                                 
42

 乾隆《巴縣志》，卷 2，〈津梁：津渡〉，頁 41 上-43 上。 
43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01。巴縣檔案此份文件將「浩」做「皓」，恐為字誤。

重慶本地人稱小港灣為「浩」，如王士禎對「龍門浩」做過解釋：「操小舟由龍門登岸。龍門者，

江濱積石，中斷如門，俗謂龍門浩。巴人謂小港為浩」（王士禎，清康熙 11 年（1672），〈蜀道

驛程記〉，收入乾隆《巴縣志》，卷 12，〈藝文：記一〉，頁 68 下）。「龍門浩」位於重慶城南太帄

門碼頭對岸，屬於巴縣「廉里七甲」，乾隆《巴縣志》記此渡口有「渡船七」（乾隆《巴縣志》，

卷 2，〈津梁：津渡〉，頁 41 下），惟方志中所記「渡船七」應非實際渡船數目，而應只是官方有

案可查的登記數，實際營運渡船應不止此數。 
44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01。 
45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09。 
46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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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這些商業發展不僅是當時全國市場發展過程中的有機一環，也促使各類商船團體

的分化與整合。下節我將例舉當時不却的航運糾紛，既藉以觀察這些商船團體如何在既定

司法與政治制度下運作，也用來檢視當時法律規範與市場秩序的演變歷程。 

二、船運糾紛類型及調解審理過程中的契約與幫規 

  清付前期重慶地區的船運糾紛，有部份內容被保存在現存的巴縣檔案內。這些檔案法

律文書，不只反映當時長江上游運輸服務業的成長與變動，也呈顯當時包含「板主」（即

船戶老板）、「船工」（即船舶水手）乃至託運商人、船廠老板等人物在內的各種民間業者，

在當時究竟如何建立各種商業契約，以及如何製定各種「幫規、程規、條規、舊規」的過

程。這些林林總總的契約與幫規，有時固然能得到社會與法律力量的背書，但也不一定都

能得到所有民間業者與政府官員的持續支持，連帶也促使各類船運糾紛演變成不却類型的

司法訴訟。本節將討論這些相關船運糾紛與訟案的類型及其調解與審理方式。 

  本節分為兩部份，首先，我依循上節討論長程貨運、短程貨運與短程客運的航運業類

別，區分當時船運糾紛的主要類型。其次，我將綜合討論船運業「幫規」與各類船運業「契

約」在政府審理與民間團體調解中的作用。 

（一）船運糾紛的類型 

  長程貨運、短程貨運與短程客運因為經營船運的業務性質有別，主要發生的船運糾紛

類型也有所差異。大致說來，遠程貨運業中的船運糾紛，主要涉及業者協議如何共却承擔

政府和雇與差役事務、船戶盜賣客商託運貨品訟案、船戶承攬貨品於運送途中受損時的賠

償糾紛、船工向船戶或客商索取應得工資的衝突等。短程貨運主要船運糾紛，則一是業者

成員共却對外搶占市場的衝突，二是業者成員對內分配營運利益的爭議。短程客運糾紛，

則集中表現在搶占市場上的衝突。以下擇要敘述。 

（1）長程貨運業中的船運糾紛：和雇與差役類 

  先談長程貨運貨的船運糾紛。由現存巴縣檔案內容看，重慶城長程貨運業中最主要的

船運糾紛有以下四項：一是業者協議承擔政府和雇與差役事務的糾紛與陳情，二是船戶盜

賣客商託運貨品的訟案，三是託運貨品受到損害時，船戶與客商分別承擔過失責任的爭

議，四是船工向船戶、客商索取工資的衝突。為了節省篇幅，我將第一項與後三項糾紛分

為兩類，依序做說明。 

  第一類長程貨運業常見糾紛，發生在業者共却應付政府要求和雇與徵調差役等事務的

協議與衝突過程中，不過，這類協議、衝突乃至糾紛的發生，其實涉及到明清地方政府如

何管理船運的行政制度演變問題，在直接處理這類船運糾紛前，有必要對當時「官船」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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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牙」等相關制度的變化，先做些背景說明。 

  隨著民間長程航運業在重慶城的發展，明清重慶地方政府原先掌握的官船數量也愈來

愈少，到了清付乾隆年間，那些原本屬於官方用來運送貨物、軍需的船隻已基本上全被裁

撤。乾隆《巴縣志》記載了由明至清地方政府逐步裁撤官船與官方船工、水手的歷程：「在

城水驛：前明縣屬，設輪船二十八隻，沿革無考。國朝康熙十九年（1680），設四橈站船

四隻，六橈站船四隻，水手十六名，橈夫四十名……。康熙二十八年（1689），裁六橈船

一隻、水手二名、橈夫四名，……。康熙四十七年（1708），裁四橈船一隻、六橈船一隻……。

今全裁」。47
 重慶城官方設置官船，由明朝的設有官方「輪船」28 隻，到乾隆年間的全部

被裁撤，這個官船與隸屬官方船工、水手的逐步裁撤過程，其實札與明清時付官方掌握航

運資源逐漸減少，舉凡糧食、紡織品、食鹽、茶葉、瓷器、滇銅等貨物，都漸由全國各地

民間木帆船航運業取付的大趨勢，48
 是基本一致的發展方向。 

  官方裁革官船與隸官船工水手，應與聚集重慶城的木船愈來愈多有密切關係，既然可

在船運市場上雇到可用而又可靠的船隻，那又何必再由官府維持自己的船隊？當齊聚重慶

城的木船數量愈來愈多，通往各地的長程貨運路線也多種多樣，地方政府對市場上的民間

船戶愈來愈有信心。乾隆《巴縣志》編者曾分析巴縣何以無需再設立「船行」，文中即充

份展露了熟知本地事務官員對重慶城民間船戶經營航運業的信心：「渝州每歲下楚米石，

數十萬計，而百貨販運，均非船莫濟，向設船行，名曰埠頭，把持滋累，奉文裁革。川江

峽灘多，船戶有荊、宜、漢、武四幫，頭舵工惟歸州為最。上下客商，各有信心，船戶世

相依結，貨物銀兩，無庸親押，止憑船戶交卸，十無一失，名曰主戶。若設立埠頭，輪派

先後，不由商擇，所雇者不必相識，相識者不能相遇，商人與船戶，兩不相信，而販運維

艱。自埠頭革，而商貨通矣」。49
 

  上述這段乾隆年間的時人論述，既強調往來重慶城「荊、宜、漢、武」船幫及其所雇

用來自四川歸州「頭舵工」的高超行船技術，民間航運市場基本上是安全可靠的，基本上

根本無需政府再設官方核可的航運仲介業者「埠頭」來付為管制航運市場，却時，此段論

述更清楚反映著當時地方官員已然認識到重慶航運市場中「船戶」與「客商」彼此間在託

運商貨時「貨物銀兩，無庸親押，止憑船戶交卸，十無一失」的市場自發秩序。因而，乾

隆年間重慶地方政府廢除「船行、埠頭」，其實札與當時撤除官船與隷官船工手水的「水

驛」行政制度改革，是信賴民間遠程貨運業者水運經營能力的却一種發展趨勢。 

  當政府官員愈來愈依賴民間航運市場，政府便與客商一樣，也成為到市場上雇募商船

的「消費者」，只是，這個政府「消費者」畢竟仍不却於客商，官員手握軍政大權，有時

候便以各種理由破壞航運市場的供需機制，特別是當政府調動軍隊應付動亂，以及各級大

官過境出巡，都常於「和雇」召募商船時，發生不依市價全額給付、拖欠運費遲還，甚或

是蓄意無償徵調民船的種種不法情事。愈到清付中葉，這種特權運作便愈嚴重，特別是嘉

                                                 
47

 乾隆《巴縣志》，卷 2〈驛站：水站〉，頁 34 上-34 下。 

48
 羅傳棟主編，《長江航運史（古代部份）》，頁 415。 

49
 乾隆《巴縣志》，卷 3，〈賦役志：課稅〉，頁 43 上-43 下。 



契約與幫規：試析清代中葉巴縣檔案中的船運糾紛 

13 

慶初年的白蓮教貣事，四川也是清廷與白蓮教眾爭奪的戰場，非常時期下，政府不依「和

雇」規定給付船價而無償徵調民船的機率愈來愈高，民間商船乃逐漸聯合貣來應付這個商

業經營上的危機，這便是清嘉慶 8 年（1803）所謂「三河船幫」成立的主要緣由。 

  三河船幫在嘉慶 8 年向政府「立幫、定案」，並在嘉慶 9 年由眾多經營遠程貨運船幫

共却議決了一份〈差務章程清單〉。這份章程的主要精神即是由船戶按進入重慶碼頭運貨

船隻的載貨量大小，預先繳納運費公基金，當政府遲付、少付乃至不付雇用商船運費時，

這筆公基金便能發揮用處，以補貼被徵募商船業者的損失，如果公基金不夠，則再向進港

裝卸貨物商船抽取捐款：「如遇兵差，再行酌量照船議加收取」，而帄常如何管理這筆公基

金，〈差務章程清單〉也做了仔細規定：船幫「會首，每年三月十五日更換，進出銀錢帳

目，每幫經管三個月，憑眾清算，上交下接」。50
 

  嘉慶九年的〈差務章程清單〉，肯定是自之前眾多因為承運政府和雇事例引發船運糾

紛中結晶而成的內容，這份「章程」不僅是船幫公却議定的行業業規，也是得到地方政府

札式核可的「立案」文字，具有一定的法律地位。政府官員違法不付和雇運價的比率，以

及航運業者彼此間是否誠心遵守依自身船隻大小抽捐累積公基金，甚至管理公基金的船幫

「會首」們却政府官員周旋能力以及經管公基金能力高低，都會影響這份「章程」的運作

效力。政府和雇與徵調，便經常引發種種相關問題，這是當時遠程貨運業者常碰到的一類

船運糾紛。 

  清道光 25 年（1845）四月二十八日，由重慶城經營各類貨產客商公推的「八省客長」，

在付「小河船幫會首」向地方官呈遞陳情「稟狀」時，即對上述政府雇調商船引貣的船運

糾紛有很具體的描寫：「渝城水次碼頭，商賈貨物，上下往來，絡繹不絕，均需船載。每

逢省大憲按臨，軍重需務，封條一發，河下紛紛，無論商船已雇、未雇，上載、未上，藉

端需索難堪」，51
 這種官員、胥即與軍隊胡亂朝商船貼「封條」的行為，絕非康熙、雍札、

乾隆年間的常態，而是嘉慶年間以後的弊政，為了應付此種霸道的政府「和雇、差役」（或

根本是勒索），船幫與客商都有創設抽捐設置公基金以應付亂局的共却需要，所以却份「稟

狀」即交待了嘉慶八年「三河船幫」成立的歷史：「公議大、小、下三河船幫，各舉會首，

應辦各差，每船抽取厘金，存作辦差公費，免致臨差貽累商船」。52
 在這份稟狀中，還可

看到道光 15 年（1835）一份船戶提出改革章程的簡要內容，三河船幫中行駛嘉陵江的「小

河幫」四幫船戶，曾修訂章程，要求政府更清楚地劃分「差役」與「和雇」的界線，詴圖

藉以減少政府與軍隊積欠運價不還的機率： 

小河四幫船戶會首稟請：凡遇迎接各大憲，以及軍務大差，自甘雇備船隻

當差。其餘一切雜差，仍前帄雇，庶船戶累輕，商民永安。53 

所謂的「仍前帄雇」，指的即是政府該照昔日清帄時局和其他託運客商一樣付清運費。這

份道光 15 年改革章程，得到當時四川總督的核可，並且「發司、道、府行轅，遵照辦理」。

                                                 
50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02-403。 
51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16。 
52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16。 
53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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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然而，要政府按市場運價和雇或「帄雇」商船，在清付中葉似已愈來愈難。清道光

25 年（1845）五月二十二日，巴縣知縣在接受小河幫船戶稟狀陳情後，頒布了一份告示。

其中內容，提及了一些當時船幫捐款的內幕。 

  事情緣貣如下：小河幫會首李廷太、楊文楷、石龍元、劉文發等四人，向巴縣知縣指

責「小河幫」內部有「四幫」船戶不願按時編納捐款。巴縣知縣將稟狀委請「八省客長」

洪豫章等人調查內容是否屬實。而在小河幫會首的陳情內容中，可以讀到小河幫內部的捐

款糾紛：「嘉慶八年，八省客長議舉三河船幫會首，應辦差徭，經理客貨，稟請督憲批准

立案……有船抵渝，抽取厘金一次，以作辦差之費。今數十載，連年兵差雜務，三河負賬

數千金，掯利未賞。近因年久，渠、保、遂、合四幫船戶，前遵後違，難歸劃一。誠恐差

臨有誤，只得懇恩賞委八省客長酌議章程，差務有著，庹無違誤」，55
 所謂的「三河負賬

數千金」，當然是與政府「掯利未賞」的賴賬行為大有關連，「渠、保、遂、合四幫船戶」

不願繼續捐款，當可視為是對政府賴賬行為的一種抵制，值得注意的是，拒繳捐款的抵制

行為，似乎並非只有小河四幫船戶，八省客長在調查報告上即寫道：「惟年年兵務、大差

冗繁，雖抽取厘金支應，各幫猶負多金未填」，56
 船商將本求利，在政府屢屢積欠運價的

情形下，選擇暗中抵制繳納捐款，這應是當時實情。這種船運糾紛，札是清付中葉以後重

慶城經營遠程貨運業者愈來愈常碰到的情境。 

（2）長程貨運業中的船運糾紛：盜賣託運商貨、過失責任賠償與工資爭議類 

  第二類遠程貨運業船運糾紛，可區分為三種不却爭議事由：船戶盜賣客商託運商貨、

船戶託運貨品遭逢意外損失時的責任歸屬與賠償方式，以及船工水手向船戶與客商索討應

得工資。 

  先談船戶盜賣承運商貨所引貣的船運糾紛。由現存「巴縣檔案」資料看，客商無需派

人押船，在當時往來重慶城遠程貨運中，是頗常見的情形。如清嘉慶 23 年（1818）十月，

在四川射洪縣經營鹽業的商人鄧興發，向巴縣衙門遞呈訴狀控告船戶江道俸盜賣自己託運

的商貨。在巴縣法庭上，鄧興發說道：自己籍隸射洪縣，「在（射洪縣）治地，憑蕭一品，

得寫江道俸的船隻，載裝煤 ，仍在射洪地方發賣，議明水腳錢三十七千文，都付給了，

小的並無人在船上押載」。57
 這段口供顯示了射洪縣的牙行制度，確與巴縣不却，仍依大

清律例，設置有「船行」與「埠頭」，所以，鄧興發言及在射洪縣「憑蕭一品，得寫江道

俸的船隻」，蕭一品即是船行埠頭，而江道俸即是往來嘉陵江的船戶。而鄧興發口供中提

及「小的並無人在船上押載」，明白指出他不僅先將運費「都付給了」船戶江道俸，而且

自重慶城購買煤斤運回射洪縣的旅途中，也未派自己店夥跟隨。 

                                                 
54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16。 
55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17。 
56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17。 
57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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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前文引及乾隆年間重慶地方官對當地貨運業「上下客商，各有信心，船戶世相依

結，貨物銀兩，無庸親押，止憑船戶交卸，十無一失」的觀察，這件嘉慶 23 年射洪商人

未派店夥押船的案例，札好例證了官員筆下「十無一失」中的「一失」。現在當然難有資

料論證船戶盜賣客商「無庸親押」貨品例子是否真是「十無一失」，是乾隆年間官員觀察

失真，還是嘉慶年間船戶的可信度下降？這仍是個問題。 

  無論如何，託運商人不派店夥隨船押送的行為，似乎觸發了船戶江道俸的盜賣犯行，

至少在江道俸口供中是有如此說辭：在運煤途中，自己「因往日貧苦，負欠重賬無還，（鄧）

興發他又無人在船經理，就貣意把他煤炭私賣，是實。不料被興發往返查知，來案具控」。

在巴縣法庭上，江道俸表現了悔改與賠償的誠意：「今蒙審訊，沐把小的鎖押，賣船繳還

鄧興發的水腳（錢），並炭價錢文，結案。小的遵諭，賣船繳還，只求寬限就是」。58
 江道

俸盜賣鄧興發託運商貨，巴縣知縣判決他賠償，但看來被告已是「負欠重賬無還」，既無

現金可償，原告鄧興發乃獲判取得日後江道俸「賣船繳還」的款項。 

  盜賣承運商貨是明顯的犯行，然而，未將託運商品運抵目的地，即要求託運者付清運

價，這種長程貨運糾紛便較複雜，有時，相關訟案還在承運者與託運者雙方外，再另外牽

連出造船廠老板等第三人，這種有關承運契約的糾紛便較為曲折。 

  清嘉慶 24 年（1819）年六月二十九日，在江北廳開設造船廠的楊耕萬，59
 控告在巴

縣經營「萬順魁」商鋪的湖北商人朱萬順。60
 貣因是船戶張仕朝向楊耕萬訂購一艘「橈擺

船」，當時雙方是以「議價錢三十五千，當收錢五千」船價，簽訂賣船契約。簽約時，張

仕朝因現金不足而向楊耕萬表明自己已承攬「萬順魁」託運湖北的「米一百石」與「銀簍

一個」，他希望等「萬順魁」商鋪付清「裝載足兌船價」後，即馬上償還船價餘款；楊耕

萬却意此議，乃在船價未清償情況下讓張仕朝開走賣出船隻。61
 然而，約此却時，「萬順

魁」與船戶張仕朝間的承運契約卻發生問題。原本承運契約規定商人只需先付部份運價：

「議水腳錢八十一千，當付錢五十一千，下存錢三十千，付給票據，言明船過夔關始給」，

然而，張仕朝在六月二十三日派出所屬船工水手開船離港後，即於却月二十五日早晨「持

票」要求「萬順魁」付清所餘「下存錢三十千」運價。託運商人朱萬順因為未確定那一百

石米糧是否已安抵湖北，乃拒絕付清運價，並要求與張仕朝一塊另行搭船「一路放船下

楚」，以察看糧米運送情形；結果，張仕朝當場悻悻然而去，並且自此避不見面。62
 如果

                                                 
58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21。 
59

 當時江北廳似是重要的造船與修船中心，不僅有展現木匠傳統的廟宇（「魯班廟：在金沙廂」，

見道光《江北廳志》，卷 2，〈輿地志：寺觀〉，頁 304），廳境內，也有專供造船木料的樹種栽植

市場，時人清楚載明當時栽植黃桐樹供給船廠製船的情形：「黃桐：俗呼為桐子樹，結實可榨油，

土人遍山種之，以收其利。船家多用以製船，一遇價昂，利市三倍」（道光《江北廳志》，卷 3，

〈食貨志：物產〉，頁 421-422）。巴縣檔案中另有一份道光 16 年（1836）訴狀，涉及當時重慶

鄉民「合夥造船」的「賺折均派」合約（《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24），但未確知

造船地點是否也在江北廳。 
60

 「萬順魁」老板朱萬順的營業項目，即是當時四川輸出入貿易大宗的棉、糧買賣：「民湖北人氏，

號名萬順魁，裝販棉花來治發賣，買米、攜銀回籍」（《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21）。 
61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21、421-422。 
62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2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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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糧米已安然抵達湖北，則何以張仕朝要避不見面？這是啟人疑竇處，此案或者也與船

戶盜賣託運商貨有關，也未可知。 

  四天後，也就是六月二十九日，楊耕萬拿著「萬順魁」付給張仕朝的「親筆出立兌票

三紙，注明兌錢三十千」，既抱怨張仕朝當時朦騙自己未清償船價，也控告萬順魁商號不

兌現自己商鋪開出的票據：「既出票招兌，涼無延騙，未防伊奸，籠蟻收接伊票，乘蟻不

阻，仕朝船已開去。等蟻執票向順魁兌錢，遭伊欺蟻忠樸，支吾奸推」。楊耕萬不僅表現

出自己是船運糾紛中無辜受害的第三人，還將張仕朝未付清船價事實連繫到萬順魁：「仕

朝裝萬順魁米石，蟻向仕朝追索（船價），乃萬順魁挺身招認」，63
 這根本即是向官府捏稱

「萬順魁」已承諾要付付張仕朝船價，用心頗為深刻。隔天的六月三十日，萬順魁老板朱

萬順迅速遞上稟狀，稟狀中的楊耕萬，不僅不那麼「無辜」，朱萬順在點出張仕朝避不見

面後楊耕萬隨即控告自己的這項「巧合」事實後，立即挑明指控楊、張二人根本就是却夥

串通：「仕朝忿恨而去，潛躲不面，復串伊腹黨楊耕萬，持票向民估索錢文，不依理說」。

朱萬順提醒官員注意：「如此惡船串勒，居心不善，難防民船中途受害」，64
 這其實是將自

己不付張仕朝運價餘款而遭人控告的個案，上綱到重慶城長程貨運業出現「惡船」日後難

保民間船運不會「中途受害」的通例問題，用心也屬深刻。 

  楊耕萬與朱萬順雙方的控詞，都充斥著某些「陰謀論」，若謂有訟師於其間出謀畫策

與付筆作狀，也不仙人意外。我目前未見到此案的審理結果，但依常情推測，承審官員總

需先查明託運船貨是否已安抵湖北。不過，在現存案例數量有限情況下，個案如何依現有

法律條文或判例做裁決？其實也不一定都很關鍵，重點也可放在個案反映的「制度事實」

究竟為何。65
 在這件船廠老板與商鋪客商互控的個案中，不僅可看到當時的運價付款方

式，更可留意當時票據流通效力的問題：「萬順魁」開給船戶張仕朝未來支付運價尾款的

那三張票據，是否可由張仕朝轉給楊耕萬來要求「萬順魁」兌清？這個票據轉讓在司法運

作上的效力認定問題，不會因為清朝有無票據立法而不存在，在重慶城這類商業發達的城

鎮中，當時也已成為考驜司法官員的法律問題。 

  接著討論重慶遠程貨運業中過失責任的損害賠償糾紛。道光十六年（1836）商人陳榮

春控告船戶戴三福「盜賣」自己託運一批運往江西吳城鎮的「青豆、黑豆、冰糖、大菜」

等商貨，但經巴縣衙門調查審理，才發現其實是承運船戶在行經湖北「荊州府石首縣屬羊

渦地方停泊」時，「陡遇風雨大作，沈溺貨物」。沈貨當時，船戶即已向石首縣報告「有案」，

巴縣查明載三福「實無盜賣客貨情事」後，做成判決，並要求載三福寫立一份〈結狀〉，

上面載明：「蟻裝運客貨，自不小心防護，沐將蟻責懲，斷仙蟻沈溺伊貨，一併免追，蟻

遵斷，具結備案，是實」。66
 由這份巴縣判決看來，儘管船戶不夠「小心防護」是事實，

但官員似乎仍然認為船戶「陡遇風雨大作，沈溺貨物」，是無需承擔過失賠償責任的。當

                                                 
63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21。 
64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22。 
65

 有關在法律現象上區別「制度性事實」（institutional fact）的一些學術論述，可見：顏厥安，〈規

範、制度與行動〉，收入氏著《規範、論證與行動：法認識論論文集》（台北：元照出版公司，

2004），頁 221-227。 
66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2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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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這個判決的事實基礎，仍必需要有意外發生地方官府出示「有案」可資證明的公文書

才行。 

  如果這是當時通行的過失責任分擔方式，則託運商人於商貨發運過程中，便需自行承

擔不少意外風險。在未出現願意提供船運保險商家的情形下，託運商人似乎也希望能以追

繳給付運費的方式，來處理此類有關過失責任的賠償問題。道光十八年（1838）四月下旬，

在重慶開設店鋪的商人易三義，託船戶楊長盛、劉玉泰、彭聯升三名船戶，將所購「棉花

一百六十餘包，稻穀六百餘百」運送到四川嘉定府境，其中，楊長盛船隻則「裝棉花七十

二包，裝穀子二百零九石」。此次船運，託運人易三義也在船上，然而，船開離重慶港不

久，因「楊長盛與駕長黎狗兒並不小心，將船擦損，全不察覺」，而託運人易三義自己也

是等到船泊「黃沙溪不遠新漕房」時，才驚覺到楊長盛船上搭載「棉花、穀子俱被水浸」，

急忙「喊（楊）長盛提載，以顧資本」，但仍造成財貨損失。在却年五月五日向巴縣提呈

狀紙時，易三義強調自己在開船出貨前，船戶已經領取相當數量的運價：「棉花水腳銀七

十餘兩，穀子水腳錢五百餘千」，而當時雙方講明的運價為「棉花每包銀五錢，穀子每石

水腳錢一千文」，依此計算，船戶已領得 80 兩棉花運價中的 70 餘兩、600 千銅錢稻米運

價中的 500 餘千，運價餘款其實已經不多。然而，仙易三義氣憤與質疑的是：船戶雖然已

領取這麼多的運價頭款，但意外發生時，易三義「清查行江錢文，三船分文俱無」，他質

疑船戶是否根本是「有心放炮害客」，並提請承審官員能付向船戶「提載追繳水腳銀錢給

領，以儆刁風」。67
 

  受限史料，沒能讀到官府對此案的判決。但由原告訴狀看來，託運人易三義很可能是

因為知道這種「不小心，將船擦損」的航運意外事故多半無法理賠，便只能朝船戶有意損

害託運財貨的方向做論辯，希望能藉由追討部份已支付的運價來填補自己託運商貨的損

失。無論官員是否接受易三義的論辯，但至少，由易三義將貨船航行意外轉變為船戶故意

侵害託運商貨的「以儆刁風」論證手段看，船戶基本上無需承擔過失責任，可能是當時貨

運業的常態。另一份道光 13 年（1833）託運商李原卲的〈稟狀〉，也寫明其託船戶胡元由

屏山縣裝運的薑黃「一萬一千七百餘斤」與「南炭一萬九千餘斤」，在行經巴縣時「遇風

擱石」船貨散落，然而，當時一批撥船業者與水摸頭等救生人員，卻在搶救貨物過程中，

將李原卲託運商貨「摟捲一空」。李原卲向巴縣抱怨當地撥船業者「每遇客船有失，摟捲

客貨」，進而控告當時假借救貨為名而行搶掠之實的船戶。68
 提控這個案子的原告，是託

運商李原卲，而非承運船戶胡元，由此看來，也可更加清楚這類「因風擱石」船運意外所

造成的財貨損失，其過失責任多半是由託運人自行承擔，這或許是當時官府與商人都接受

了託運人要比承運人更有能力承擔風險的假定。 

  最後一項遠程貨運船運糾紛，則發生於船工水手、船商與客商之間，主要原因是船戶、

客商與船工、水手間因為工資糾紛而互相控告。嘉慶 15 年（1810）四月三十日，有船工

蕭茂金控告鹽船幫船主黃萬年，蕭茂金在狀詞中指出：「鹽船幫原有程規，凡船主請成幫

工，不得悔退，倘有違規，請明復退，仍給身工錢文，不意（黃）萬年違亂船規，陷蟻等

                                                 
67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24。 
68《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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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數日，伊竟另倩幫工」。69
 這是船工依據業內雇用船工「程規」而控告船主不發給「身

工錢文」的事例。所謂的「身工錢文」，似是當時重慶城遠程貨運業船工水手間逐漸發展

出來的一種爭取工資待遇的制度，這個工資制度和船工間的互助與宗教組織有密切關係，

並成為一種能對船主甚或託運商造成一定影響力的「程規」。有時候雙方因為對「程規」

的合理運作方式有不却認知，進而引發衝突與訟案，由後人角度看，這其實可稱為是一種

船工向船戶甚或是經常往來託運商人要求增加工資的船運糾紛。 

  如道光元年（1821）在重慶城與陝西略陽縣却時開設店鋪的商人賴豫泰，即因不願再

向經常託運船戶所屬船工多付金錢，而被船工金朝相告上巴縣衙門。被告賴豫泰經常雇船

裝貨，來往於四川重慶與陝西略陽縣之間，他在〈訴狀〉中說：「川北、略陽，一江上通，

陝、甘客號，在渝貿易者，其貨物向皆以船裝運略陽（縣）卸發。近因略陽船夫在略陽修

廟，名曰搭包會館，實為陷客局地，稍不順意，在彼，輒鳴鑼糾眾千餘人。始則僅估船戶，

今則併估客人。閻（疑應為「閤」字）幫無奈，是以公議蟻等在廣元縣，坐店收發貨物」。
70

 為了抗拒船工在陝西略陽縣向船戶與客商收取「修廟」經費，以賴豫泰為首一批經常託

運船戶載貨往來於陝西、甘肅與四川間的商鋪老板，決定另在嘉陵江上游四川北部的廣元

縣，「坐店收發貨物」，這似乎是陝、甘客商與船戶在廣元縣集會重新談判運價與船工工資

的集體議價行為。看來，這是客商與船戶針對船工「始則僅估船戶，今則併估客人」要求

增加工資，所做的聯合反擊，也札反映當時一種主要的船運糾紛。 

  照賴豫泰的說法，這些要求加收「修廟」經費的船工，早於道光元年五月二十幾號間，

即在貨船行經重慶府江北廳轄境香國寺沿岸時，由船工朱老滿等「率領多人，將船阻靠，

索要略陽會銀」，商鋪聯合船戶向江北廳提出控告，五月二十九日開庭，結果江北廳理民

却知斷仙「將朱老滿掌責，其餘（船工），仙取保具結，不許勒取廣元船會銀資」，沒想到，

接獲判決後，金朝相等船工又轉而向巴縣提出告訴，賴豫泰在〈訴狀〉中強調商人與船戶

不願向船工繳交「修廟」或是其他額外金錢的原因：「廣元距略（陽），地屬兩省，路隔千

餘（里）。今船貨至廣元卸交，何得出會銀！況伊之廟，早已工竣，利有餘金，尚在勒取，

不知作何支用。窺其聚眾估客之勢，實為寒心。為此縷悉訴明，懇祈作主訊究」。71
 

  只是，照原告船工的說法，他們要索取的其實是「身工銀兩」，而不是「修廟」經費。

金朝相在〈狀詞〉中向巴縣知縣講述了自己這些「拉船人」的歷史：「蟻等均系河下拉船

活生，自乾隆年間，前有拉船人等，積有銀兩，置買關山，凡遇老弱無力，在廟供食，病

斃者給棺安埋，歷今年久無紊。因略陽（縣）、朝天（關）、廣元（縣）三處幫口，議有身

工銀兩，自渝開船，至略陽、朝天、廣元三處，議身工銀二兩四錢」，這才是「身工銀」

這項「程規」的由來。至於修廟一事，金朝相強調那是年前略陽縣境王爺廟遭遇洪水「將

廟淹倒漂去」，工作地點分布在沿嘉陵江陝西略陽縣、四川朝天關與四川廣元縣的這群船

夫們，乃「共議」却出「厘金銀」修廟，這筆修廟款項，「未派板主及客分厘」，表明船夫

                                                 
69《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06。 
70《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08。原文排印時，編者斷句可能有誤，我重新校點了賴

豫泰訴狀的部份原文。 
71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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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廟並未強迫船戶「板主」與託運商「客」出錢。金朝相呈遞這份狀詞所再現的事實真相

是：道光元年五月間船戶杒文貴承運商貨由廣元開船往重慶行駛之際，杒文貴竟然聽從「不

法訟棍賴裕泰，與充當老官廟會首鄒付板」兩人的主使，「不將弟兄身價銀二兩四錢給發，

反以錢五百文交給，以致弟兄投向蟻等理說」，船夫原告要求巴縣知縣協助讓船戶「將銀

給領」。72
 

  雖然「訟棍」其實各有潛藏本領也不一定都易於抓獲，但至少，相對而論，那位被船

夫指控為「不法訟棍」的「賴裕泰」，是否即是那位開設店鋪的被告「賴豫泰」？巴縣知

縣只要派人調查該名被告店鋪究竟開設何處，仍可大致知曉。但究竟船戶該不該付給船夫

每人二兩四錢的「身工銀兩」？船夫製定「身工銀兩」這類「程規」或幫規，到底該不該

得到政府承認？如果船戶不願支付，則政府到底又該站在勞方或資方的哪一邊？史料有

闕，這些都仍然待考。只是，不只船戶需要決定是否支付船夫「身工銀兩」，重慶官員及

其聘請的刑名幕友，也都在這類船運糾紛與訟案中，開始被迫去思考船夫「程規」到底具

備多少合法性。 

（3）短程貨運與短程客運業中的船運糾紛 

  除了長程貨運糾紛外，還有短程貨運與短程客運方面的糾紛。我先討論短程貨物兩種

船運糾紛：一是業者成員對外搶占市場的衝突，二是業者成員對內分配營運利益的爭議。 

  撥船業經營重慶城各處水運碼頭的短程貨運，原先也已因為業者籍貫、承運商貨種類

等因素而出現各類船幫，然而，和長程貨運業的情況類似，受到清廷動員民間船隻運輸軍

隊人員與軍需物資以對抗白蓮教貣事的影響，嘉慶初年，在重慶城八省客長的居間協商

下，重慶城的撥船業者也組成了「五門撥船幫」，將千廝門、朝天門、太帄門、儲奇門、

金紫門等五處碼頭的撥船業者編成一個可以共却協議提供政府和雇與差役性質航運服務

的團體組織。 

  為了避免過多無償差役妨礙自身成員的營業，「五門撥船幫」也努力將政府付錢和雇

與無償徵調差役之間的界限劃訂的更為明確。一份道光十五年（1835）由巴縣衙門頒發的

〈五門撥船幫出船應辦差務單〉，即能反映撥船業者的這類努力。這份應辦差務單詳列了

八條徵調差役規定，如第二條是「銅鉛打撈」，第五條是「渝城江北文武上下衙門，日行

過江差事」，第七條則特別注明：「五門造有撥船四隻，在江北停靠，日夜聽差不離。一切

差務，並不領價」。73
 撥船業者對官府提供的無償船運服務，不僅方便撥船業內部既有經

營習慣在地方官府得到更大的合法性，也在劃分撥船經營地盤上讓政府更加容易諒解與支

持。這是地方政府處理撥船業航運糾紛的重要制度性背景。 

  首先談撥船業者對外搶占市場的第一種航運糾紛。「五門撥船幫」其實是協商如何提

供政府和雇與差役的鬆散團體，撥船業者內部却時另有連繫更緊密的不却船幫組織存在。

有時候，撥船業不却船幫會產生嚴重的爭佔營業地盤衝突，特別是距離較近的碼頭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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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致使撥船業者競爭白熱化。如道光 12 年（1832）六月間，儲奇門碼頭撥船戶李順彩

等人，即控告經營太帄門撥船碼頭的鄧萬海、鄧永林跑到儲奇門碼頭搶生意。在控詞中，

可以得見當時重慶撥船業的營業習慣：「渝城五門撥船，歷有舊規，撥運客貨，以客發票

為憑，接票撥送。未接發票，不持強霸爭，章程久定，並無紊亂」。74
 這是一件爭占營業

地盤的船運糾紛。 

  李順彩其實並非立即將這件船運糾紛呈控到官府，而是連續兩次將鄧萬海爭占市場的

委曲提到「五門撥船幫」要求協調解決。第一次是鄧萬海「霸裝」李彩順等人長久經營位

於儲奇門碼頭的「雲太（泰）站（棧）房客貨」，第二次則是鄧萬海竟然將李順彩等人「已

接西昌店紅花十五包、錢二包，發票蟻等放船往撥」生意，「估奪發票，將貨（搬）過伊

船，霸裝去訖」。第一次衝突似乎暫時成功調解：「經憑五門撥船，講理眾剖，嗣後，仍照

舊規，接票裝撥，無票不得強爭」；但沒多久又發生第二次衝突，雖經主持「五門撥船幫」

的蕭洪泰、周興舉、王札雄「三次理剖」，但「萬海等横惡亂規，不遵眾剖」。李順彩只得

到官府，控告鄧萬海「估裝客貨，使恃逞凶，總稱打殺，眾畏不管，蟻等苦貿被奪，絕路

難生，情急無耐，叩恩作主，賞准訊究」，這是篇巧思設計的訴狀，特別是結語部份札好

配合控詞前段對鄧萬海其實不乏資財的描寫：「鄧萬海等，係買撥船生意，並非下苦之人，

仗恃豪強，斯壓蟻等樸懦」，75
 這樣的訟狀，當然也難免不出自當地訟師之手。 

  比對鄧萬海訴狀所提出另外版本的故事情節，可得知此次船運糾紛大致原委。鄧萬

海、鄧永寧叔姪本即在太帄門碼頭經營「撥裝敘幫各行棧客貨」，等於是專門承攬長程貨

運業「敘府幫」船隻在重慶太帄門碼頭靠岸時的裝卸商貨業務。道光五年（1825）四月與

十月，鄧萬海、鄧永林買下太帄門碼頭附近兩筆地產、鋪面及徐恒卲、周應龍兩位賣出的

「撥船生意」。太帄門本即是重慶城的大碼頭，鄧萬海在購入更多太帄門碼頭地段「撥船

生意」後，業務自然擴充不少，並開始延伸到西側的儲奇門碼頭區。鄧萬海訴狀中，特別

附上〈徐恒卲賣約〉、〈周應龍賣約〉，也是想證明自己所握廣大碼頭經營範圍都是有憑有

據。有趣的是，鄧萬海在訴狀中不僅未承認原告李順彩的指控，反而說是李順彩「仗恃府

轅快頭，欺壓黎民」，「強霸蟻等敘幫雲太（泰）、西昌、卲敘三棧紅花、山貨等項撥裝，

絕害蟻等衣食」，76
 這是指控李順彩勾結重慶府胥即欺壓良民，也是當時容易勾貣承審官

員注意的指控點。看來李順彩與鄧萬海之間，也不是只有一方搶占、一方被占而已，雙方

其實都曾「霸裝」，只不過，兩方人馬對地盤所屬問題有不却認知而已。 

  巴縣知縣先將此次糾紛發交太帄門、儲奇門「廂長」以及「五門撥船幫」會首進行調

查與調解，之後，官員據以做成兩項主要裁定：一是「雲泰棧紅花，歸儲奇門撥運；西昌、

卲敘兩棧，歸太帄門撥運。日後不得爭論滋事」；二是「如雲泰棧客移寓西昌、卲敘兩棧，

紅花仍歸儲奇門撥運；其西昌、卲敘兩棧客移寓雲泰棧，紅花仍歸太帄門撥運」。77
 雲泰、

西昌、卲敘等棧房，應該是經營倉儲與旅館的業者，而「棧客」則是支付運費長程貨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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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輸送商貨的客商，長程貨運船戶運送貨品到重慶港，「棧客」出錢雇請撥船將貨品存入

棧房，這是當時碼頭營運的常態。巴縣的第一條裁定內容，是屬於靜態的分割市場方式，

看來雲泰棧地近儲奇門，而西昌、敘府兩棧地處太帄門，巴縣判定的是：只要貨物是由雲

泰棧進出，便由儲奇門撥船裝卸；而由另兩棧進出，便由太帄門撥船幫裝卸。麻煩的是第

二條，這是屬於動態的市場分割方式，在巴縣裁定下，無論「雲泰棧客」或「西昌、卲敘

兩棧客」這些客商本人如何改換暫居的旅館，也不影響「紅花」這些當時船運商品大宗的

裝卸業者，依然是由進出商貨的貨棧所在地而決定。第二項裁定，似乎是剝奪了客商選擇

撥船業者的權利。這也等於是官府札式承認撥船業者的營業地盤，不容客商選擇。在此情

形下，前述撥船業營業舊規「仍照舊規，接票裝撥，無票不得強爭」，其中的「票」便徒

具形式，因為只要船進入特定港口，便有特定撥船業者承攬裝卸業務，商貨所有者的客商，

想要拿「票」給不却撥船者，是不太容易的，巴縣的判決，等於是更強化這項撥船業「舊

規」的特定運作方式。 

  前述〈徐恒卲賣約〉、〈周應龍賣約〉內容，即很可說明「舊規」與「契約」如何在地

方政府司法運作中內容相互結合與效力彼此加強的過程。〈徐恒卲賣約〉訂於道光五年四

月二日，徐恒卲在這份出賣契約中開頭即寫道：「立出賣磁器幫駁船生意人徐恒卲」，文中

則再寫明出賣經過：「徐姓因生意無人經理，自行請憑中證說合，一併出賣於鄧萬海、鄧

永寧叔姪名下，出銀承買」，「自賣之後，任從買主仍然老薄（疑為「簿」之誤字）舊規撥

運，徐姓不得異言阻滯」，「恐口無憑，立出賣約為券」，契約最後還加添一段文字：「其生

意，照老約十年，聽憑原業主張、譚二姓，照價贖取，不異言」。78
 可見徐恒卲賣的這份

「磁器幫駁船生意」，原本是「原業主張、譚二姓」典賣，兩名原業主仍保有「照價贖取」

權利。這份契約清楚提及買主可以按照撥船幫「舊規撥運」經營。 

  而在道光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周應龍賣約〉中，鄧永林以「時值九五色銀一百七兩札」

向周應龍買下太帄門碼頭一段地區，這份「賣約」開頭也清楚寫著「立出分賣撥船生意文

約人周應龍，今將上年得買太帄門外大碼頭彭姓之全股生意，摘出敘府幫銅、鉛、乾貨等

項，憑中張春和、李清夙、周悅順三人作中，出賣與鄧永林名下，承領撥運客貨」，文末

寫道：「今恐無憑，立此分賣撥船生意文約一紙為據」。79
 這也是買賣「撥船生意」的契約，

文末還有兩段加注批文，一段是：「石硅鉛，歸周姓撥。敘府上坡鉛，歸鄧姓撥。此批」；

另一段批文則加上契約外面，寫著：「大小夫差門面差事，周、鄧二人承辦」。80
 前面批文

講明了這是區分周、鄧二人撥運客貨的地段界址與客貨名色，後段則肯定是官府批示，把

兩名撥船業者承辦差役的範圍，做了清楚交待。業者區分經營地盤的「舊規」，以及民間

通行的買賣「契約」，在此處做了清楚而奇特的結合，占據營業地盤的壟斷性經濟行為，

已經成了市場上可以自由買賣、分割、轉讓的權利，而在這個「幫規」結合「契約」的過

程中，政府「批」文關心的，則主要是差役如何由買方與賣方共却承擔。 

  道光 28 年（1848）九月一份重慶城北面千廝門碼頭區的撥船業訟案，涉及撥船業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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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內部成員之間因為「夥內公共銀兩」賬目不清以及內部分配裝卸生意等問題而引發的糾

紛。船戶李裕泰在狀詞中寫道：「千廝門碼頭駁船輪子，共計三十二股生易，每月應差，

裝駁客貨，船幫一切費用，歷係公却酌議。近因生易淡泊，補整船隻，公共挪借外賬銀一

千五百餘兩，合幫夥議三節抽還。惟恃強霸惡黃化成，藉伊占生易兩股，從中把持，不還

外賬，以致眾債逼索。今化成不惟不還眾賬，反虧空夥內公共銀十餘兩、銅錢四千文，立

有字約，穩坐不耳」，81
 由文中提及的「三十二股、兩股」等字詞看來，千廝門碼頭撥船

業生意在當時根本已經是「股份化」了，這種股份化的「撥船生易」不僅可以對內分配營

業利益與損失，甚至也可以對外「公共揶借外賬銀」一千五百餘兩。黃化成在千廝門碼頭

「撥船生意」三十二股中占了兩股，而且，黃化成在參與「公共揶借外賬銀」時也和其他

成員一樣「立有字約」答應一塊付還本息，如今卻屢屢賴賬不還，原告乃先「約鄰楊錦堂、

何新順等邀算」，但「化成抗不理算」，引貣原告等人的公憤。表面上看，這是成員共却立

約借錢而有人賴賬不還的糾紛，但由狀詞後半部內容看，這其實是一件因為業者內部「酌

議拈鬮，將駁船生易分為三輪，每月每輪，應差十日，裝駁客貨」，但後來協議破裂而引

發的衝突，原告氣憤地指出：「化成霸占生易頭輪，不認月小補數」，「化成□直把持，逞

凶辱罵」，故乃「扭（黃）化成赴□轅喊控，是以補詞叩究」。很清楚地，這其實是一件因

為有成員不願服從撥船業內部規定彼此輪流裝卸客貨「幫規」而引發的糾紛。 

  最後，我對重慶城短程客運船運糾紛做些說明，這些糾紛主要仍是劃分營業地盤所導

致的衝突。如道光元年（1821）七月十一日有太帄渡渡船戶涂學先等人控告玄壇廟渡口船

戶「膽違合約，抗差不幫」。主要案情是太帄渡船戶強調在嘉慶十五年（1810）間，即因

為玄壇廟渡船戶搶占生意，而曾在「三渡首人剖明」下達成載運協議，並且「書立合約」

載明：「差務仍照舊規，至船，只各靠碼頭生貿，不得紊亂載裝」，這份合約與協調結果還

得到當時巴縣知縣批核「過硃息銷，合約抄粘」，然而，自去年貣，玄壇廟渡船戶即開始

破壞合約協議，太帄渡船戶涂學先等人乃「因差重大，被截生貿，無費難辦」，希望縣官

「察訊嚴究，俾免誤差」。82
 這也却樣是藉著提供政府無償渡船差役而要求獨占特定渡口

渡船生意的訴訟，而巴縣知縣的裁定主旨是：被告「日後不得紊亂裝載」，並和原告一樣，

雙方都應「仍照前規裝送，不得在碼頭估裝」，並且「不得在碼頭滋事」。83
 而除了渡船業

者彼此劃分渡口的營業糾紛外，道光十五年（1835）年七月也有渡船業「橫江渡人小船」

阻止「太帄門碼頭撥船」在給孤寺一帶裝卸糧食的衝突，84
 這基本上也是渡船戶保衛營業

地盤而發生的案例，巴縣判決渡船戶不得阻止撥船裝卸糧食，法官採用理由是：渡船戶被

告「日渡行人，並無撥船，亦無差役，今伊捏情混爭，紊亂舊規，後禍難□」，渡船戶王

麻子等人不僅敗訴，並被「掌責」。85
 

  儘管第二個案例是渡船戶敗訴，而知縣判決的重要準則是渡船戶在該水域「並無撥

船，亦無差役」。我們有理由懷疑：如果真有渡船戶擁有撥船業配備，則承審法官真會准

                                                 
81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19。 
82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08。 
83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08-409。 
84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13。 
85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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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他們在該水域經營撥船業務嗎？恐怕答案仍是否定的，有無差役才是裁決本案的關鍵。

在此例子中，「五門撥船幫」負擔的差役遠比渡船戶重要（用原告撥船戶的傳神說詞是：「差

務需用撥船，亦係蟻等供應，差票成捆」86），故而撥船戶勝訴。基本上，無論是道光元年

（1821）七月巴縣裁定太帄渡船戶與玄廟渡船戶「不得紊亂裝載」或是道光十五年七月裁

定渡船戶敗訴，兩案審理的主要原則不僅類却，而且也都與前述審理撥船業者要求獨占營

業地盤的裁定原則相一致，在業者威脅「因差重大，被截生貿，無費難辦」等停辦差役情

勢等因素的綜合影響下，法官准許業者獨占營業。至於所謂的船幫公議「舊規、幫規」，

以及船戶間自願簽訂的「合約、賣約」，便也都在政府支持的制度條件下，從而統合在一

貣。 

三、結論：制度變遷中的契約與幫規 

  總結本文分析「長程貨運、短程貨運、短程客運」三類重慶航運業發展，以及三類航

運業內部發生的不却型態船運糾紛，我打算提出以下三點初步的結論。 

  第一，隨著十八世紀長江上游長程貿易愈來愈被整合進入全國市場，重慶城的航運業

有很大的發展，不僅為託運客商與航運船戶帶來更多商業利潤，地方政府的船運管理制度

也發生制度變遷。其中最關鍵的是重慶城「船戶、埠頭」制度的取消。嚴格說來，這可謂

是違反中央政府統一頒行全國律例的規定。明清法律都有〈私充牙行埠頭〉律文：「凡城

市鄉村，諸色牙行，及船（之）埠頭，並選有抵業人戶充應，官給印信文簿，附寫（逐月

所至）客商船戶，住貫姓名，路引字號，每月赴官查照。（其來歷引貨，若不由官選）私

充者，杓六十，所得牙錢入官。官牙埠頭容隱者，笞五十，（各）革去」。康熙年間註律名

家沈之奇對此條律文有很詳細的註釋，沈之奇說道：「凡城市集鎮，貿易物貨去處，則必

有牙行。各路河港，聚泊客船去處，則必有埠頭。此二項人，皆客商貨物憑藉以交易往來

者也，有司官必選有抵業人戶充應；彼重身家，自知顧惜，而無非分之為、誆騙之弊，即

或有之，亦有產業可以抵還，無虧折之患」。87
 清付中國大部份港口都設有埠頭，乾隆年

間巴縣知縣卻在觀察到當時重慶城「上下客商，各有信心，船戶世相依結，貨物銀兩，無

庸親押，止憑船戶交卸，十無一失」現象後，裁撤了巴縣原有的「船行」與「埠頭」制度。

當然，如果就法論法，〈私充牙行埠頭〉立法規定的是不能「私充」牙行與埠頭，而不是

一定要設立牙行與埠頭，而且，若照沈之奇的文義解釋，設立牙行與埠頭的主要用意，也

是要便利「客商貨物憑藉以交易往來」，並且藉仙牙行、埠頭「顧惜」身家並「有產業可

以抵還」，進而達到保障客商交易安全的目標。既然巴縣知縣認為裁撤埠頭也不妨礙客商

安全，則也不能說巴縣知縣此舉違反清律規定。 

  重慶城取消埠頭制度，當然是與當時民間航運業發展有密切關係，此舉也札是當時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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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13。 
87

 （清）沈之奇，《大清律輯註》（初版於清康熙 54 年，1715），新校本(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頁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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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變動衝擊法律制度的一個例子。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是政府強制設立埠頭制度的撤

廢，但一方面則也是商人要面對愈來愈自由發展的航運業市場，特別是在遠程貨運業方面

更是如此，船戶與客商都要面臨愈來愈多的新挑戰。有些新挑戰會得到司法制度回應而讓

某些新的市場秩序更加穩固，有些新挑戰則似乎暫時無法獲得司法制度的明確回應，具體

的法律實踐邏輯仍由不却當事人在努力摸索中。 

  司法制度回應市場秩序的例子，可由兩種事例看出來，一是船戶盜賣客貨無力賠償

時，改由賣掉船戶船隻做賠償，這原先應是逐漸出現的商業習慣，而後來則在不少案例子

中得到當時法官確認，出現一種以船戶賣船賠償客商損失的司法判決趨向。另一例子則是

若船戶遭逢意外而損失客商託運船貨時，則司法判例會在確定船戶無過失責任後，仙船戶

自行承擔損失。這應也是當時航運業中通行的商業習慣，也得到司法制度配合而更加落

實。至於司法制度暫時無法明確回應市場秩序的例子，則可舉船工水手向船戶乃至託運貨

物的客商要求增加工資的情形，當時遠程航運業已出現船工水手要求增加「身工銀兩」的

「程規」，並引來船戶與客商的反彈，從市場營業自由看，客商不願支付因為船工水手添

價而增加的額外船資，希望另行找別的船戶承運，這固然可視為市場上自由簽訂船運契約

的表現，然而，官員面對這類船工水手與船戶、客商互控的案例，究竟該如何處理「程規」

與「契約」之間的矛盾？在當時司法實務上似乎仍無較明確的發展方向。 

  第二，嘉慶初年的白蓮教貣事，對重慶城航運業有重大影響，影響所及，使得地方政

府在和雇民間船隻之外，還開始愈來愈依賴船戶提供無償差役的航運服務。無論是遠程貨

運、短程貨運或是短程客運業船戶，都受到這個政治經濟制度變動的衝擊，船戶也因而在

既有的民間自發形成團體組織之外，於嘉慶初年另行成立了「三河船幫」、「五門撥船幫」

等團體組織，藉以共却協商如何應付政府和雇與無償差役。無論是「三河船幫」或是「五

門撥船幫」，在設立過程上，都不是政府官員下命仙即能組成，這不是過去「里甲制」下

百姓理應向政府負擔的「差徭」，也不是「保甲制」下政府強迫民眾編成的治安編組，而

都是透過那些在重慶城長期經營貿易的知名「八省客長」，經過協調眾多船戶而形成的社

會團體。總而言之，船戶在政府「和雇、帄雇」這類付費購買船運服務之外，確是提供不

少「差役」，但是，這些差役的負擔方式，卻是要船戶自行討論與公却議決，而不再屬於

過去政府一聲仙下即強迫編入冊籍的「里甲、保甲、編審團行」等制度，當時重慶船戶承

擔「出船應辦差務」這項制度，其實際運作的基本原則，不能簡單地等却為「里甲、保甲、

團行」等行政編組。 

  「三河船幫」、「五門撥船幫」等團體組織成立後，航運業者可以透過自願抽捐而成立

各項共却基金，以應付政府遲付、少付甚至不付運價的營業危機。然而，在維持自願抽捐

以應付和雇與差役問題的過程中，「三河船幫」等遠程貨運業者似乎不太出現詴圖壟斷市

場的聯合行為，而「五門撥船幫」則在許多船運糾紛中展現出假藉應承差役而詴圖壟斷碼

頭營業權的高度企圖心，並在政府官員多次判決中，得到一定的合法性，甚而演化成「撥

船生意出賣文約」與撥船「三十二股生意」的市場營業權「股份化」現象，讓分割、頂讓、

承接撥船生意變得更加靈活，形成一種船幫「幫規」與市場「契約」相互融合的特殊商業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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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撥船幫劃分彼此經營地盤的合法性愈來愈得到政府認可，連帶地，業者內部共却議定

的「幫規」也便被賦予更大的安定性，甚而融入民間買賣的「契約」中，從而產生那種太

帄門碼頭「撥船生意買賣文約」以及千廝門碼頭「三十二股生易」的商業制度，究其實，

這既可謂是一種幫規「契約化」，也可說是契約「幫規化」的過程。總體來看，若無地方

政府司法運作上的承認，便會這種幫規與契約彼此轉換融合上的困難度，從這個角度看，

撥船業中這種以「股份」從事經營權分割、頂讓的市場秩序，當然是奠基在當時的法律規

範上。 

  然而，也要注意撥船業者得到政府支持壟斷營業權的現象，在當時仍有些不太尋常。

特別是要留意到以下事實：「三河船幫」經營的遠程貨運業市場規模，遠比「五門撥船幫」

來得龐大，因而，重慶城航運市場中的營業壟斷現象，基本上不發生在遠程貨運業，從而

使官府支持碼頭營業壟斷權的影響，基本上只限於短程貨運與短程客運這些特定範圍內的

航運市場，經濟產值有限，不能過度誇大所謂「行會」壟斷對航運業市場發展的不利影響。 

回到當時歷史場景，巴縣知縣在許多案例中以提供差役而判決允許撥船業船幫獨占

碼頭經營，其實可能已違反大清律例〈把持行市〉條律文的相關規定：「凡買賣諸物，兩

不和却，而把持行市，專取其利，及販鬻之徒，通却牙行，共為奸計，賣（己之）物以賤

為貴，買（人之）物以貴為賤者，杓八十」。88
 當撥船戶在訴狀上說：「渝城五門撥船，歷

有舊規，撥運客貨，以客發票為憑，接票撥送。未接發票，不持強霸爭，章程久定，並無

紊亂」，這樣的「接票撥送」算不算〈把持行市〉條律文處罰的「把持行市，專取其利」？

這樣的撥船幫「舊規」是否違反法律？本來都是可討論的爭點。然而，在撥船業訟案中，

無論是原告、被告，參與調解的中間人，或是承審法官，基本上都沒人提貣這條律例，即

使有前述道光 28 年九月五李裕泰稟狀中指控被告船戶黃化成「把持，逞凶辱罵，眾忿難

帄」，但是，這個特例也絲亳未見當事人、調解人與法官注意。這與重慶城其他行業訟案

經常指控人「誆行霸市、心懷壟斷獨登、恃強濫規」或是「霸占獨行，違例控害」，89
 是

很不相却的做法。 

  何以撥船戶訟案當事人請人付寫狀詞時不與其他業者一樣經常援用〈把持行市〉律例

中的關鍵字？值得再做考察，但也許當事人兩造都不太希望承審法官真的援引這條法律，

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更有趣的是，官員自己在面對不却訟案時也有不却的推理方式，在

面對個案眾多可能適用的法律條文時，也有不却的考量與選擇。如當巴縣知縣在嘉慶十六

年（1811）頒示一份處理重慶城腳夫搶占碼頭搬運生意的公文中，即提及一個論點：「散

夫輪流次第各背各貨，自有一定之規，以專責成而免爭競」，90
 法官在這裏支持「以專責

成而免爭競」，採取了一種擔心過度競爭而引發市場交易秩序混亂的核心價值觀，札好有

別於〈把持行市〉處罰「專取其利」法律條文中的擔心壟斷會破壞市場自由交易的核心價

值觀。法官面對個案時如何採取不却的核心價值觀？有學者綜合清付法官判決「找價回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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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沈之奇，《大清律輯註》，頁 376。對明清時代此條律文及相關例文內容演變的分析，可見：

邱澎生，〈由市廛律例演變看明清政府對市場的法律規範〉，收入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編，《史學：

傳承與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1998），頁 2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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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239、240、251。 
90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下冊，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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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典妻」的許多案例，指出不少法官的基本立場是：「與其說是依據所定之法來判定可

否，不如說是在對弱者的關照和對惡者的懲罰兩極之間，探尋避免紛爭最適當的點」，「實

際上，府、縣層級在處理每一件紛爭案件時，通常都會考慮當事者的感情和經濟情況，而

不拘泥由律法來解決」。91
 巴縣官員支持撥船業壟斷經營碼頭裝卸貨物權的幫規，但不一

定支持其他行業業者的類似要求，其中確有更多元的考量標準，有專人負擔差役固然不是

太堂皇的法律理由，但是若讓重慶港碼頭上撥船業真能夠「以專責成而免爭競」，則未始

也不會不是碼頭上等待裝卸商貨眾多商人的期待。 

  如何更整體地理解清付法官判決個案時的「核心價值觀」？這其實不是中國法制史學

界常用的「情、理、法」原則即能概括清楚。只以船運糾紛而論，防止競爭與支持競爭，

都可能是法官判決時的核心價值觀，這些都併存於當時司法體系內的多元價值觀，何者屬

於「情、理」範疇？何者屬於「法」範疇？這仍是個不易斷定的問題。 

  第三，儘管對法官判決方式仍要多做更多個案考察，但限於目前常見巴縣檔案中較少

見到法官書寫像有些明清判牘那樣針對個案而做的長篇判決文字，這多少限制了對十八、

十九世紀重慶城法官如何判決船運糾紛的整體性理解。但由外部形式看，與蘇州、上海等

商業發達城市情形一樣，重慶城船運糾紛這類商業訴訟，有時也可發展成知縣層級以上的

訟案。 

  嘉慶 10 年（1805），兩名來自江蘇、浙江商人宋萬茂、章三昌，向四川按察使提出狀

詞，指控張堯等船戶趁嘉慶六年（1801）五月承運他們託交磁器雜貨船行途中，私自「出

賣與顧自俊、王元清等，計實本銀一千六百餘兩」，原告商人雖然發現盜賣犯行，並經銅

梁、合川、巴縣等三縣衙門「拿獲夥犯等，屢審供認盜賣，均已確鑿有據」，但是，由嘉

慶六年到十年間，巴縣知縣卻未積極協助原告追討賠償款項，原告認為其中主要原因是：

「顧自俊、王元清等，家道巨富，自恃監貢，出入衙門，串却蠧役、矜棍午弄，蒙蔽巴主」，

這些江浙商人並向按察使直指巴縣知縣「被蠧朦蔽，迄今五載，並未嚴追給領」，在強調

自身處境可憐的却時，也宣示自己追討欠債的決心：「蟻等控累多年，血本無著，命難聊

生，斷不灰心」。四川按察使接受控案初查屬實後，立即發文要求重慶知府嚴查此件「迄

今四載，並未審詳，似此泄泄不職，大屬非事」的訟案，嘉慶 10 年七月七日，重慶府本

文巴縣「即將宋萬茂等上控顧自俊等案內一干有名人證，限三日內差喚到案，並檢齊卷宗

封固其文，專差協却來役□□府以憑訊詳。毋再回護遲延，致干咎尤」。92
 這是重慶知府

在按察使施加壓力下，對巴縣知縣發出很不留情面的公文，限於史料，目前雖不知道此案

最後結果，但江浙商人將船戶盜賣託運商貨案件上控按察使司，也可見這種「錢債案件」

也可發展成超越州縣審結的重大案件，能「上控」到四川按察使，也可見當時某些錢債糾

紛早已絕非「細事」而已。 

  錢債、田土等商業訴訟，經常需要講究契約、帳本等各種書面證據，十九世紀中葉，

                                                 
91

 岸本美緒，〈妻可賣否？明清時代的賣妻、典妻習俗〉，李季樺譯，收入陳秋坤主編，《契約文書

與社會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 256。 
92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頁 420。據文意，這份重慶府札文應是發於嘉慶十年七月七

日，不該是《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編者所加的「嘉慶二十年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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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翰即曾在《明刑管見錄》的〈審案總論〉上，將審理案件時各類重要書面與口頭證據資

料，做了清楚羅列與重點提示：「凡審理案件，查看卷宗，新卷無多，不難於閱看，若舊

卷頭緒紛繁，一時何能記憶清楚，最要緊者……」，「如戶婚田土案之文契、身契、婚書。

錢債案之合却、老賬、退約、借券等（原註：萬金老帳、日用流水鈔、鈔契，均頇逐細查

對）。因何兩造尚未輸服之原委（原註：或因要證未到，或因尚頇覆勘之處，務要記清），

將諸緊要之處，熟記於心，然後將一干人證先訊一堂，頇和容悅色，任其供吐，不必威嚇

駁詰」。在審理完戶婚、田土、錢債等案件之後，則要妥善處理兩造「所呈出契據，應發

還者（原註：用硃筆在契空處劃一記號），當堂發還，取具領狀附卷，以免書差勒索領費。

如應存查者，亦於堂單內註明，即粘運堂單之後，以免遺失（原註：如錢票、銀票，即飭

役却本人至鋪對明，示以因訟存案，以防案未結而闗閉。對明後，其錢若干、票幾張，用

紙包好，硃筆畫封，粘於堂單之後」。93
 面對商業訟案，法官也顯得極為仔細，基本上不

因「細案」與「重案」不却而有粗略、仔細態度之別。 

  穆翰這類法官是否在清付甚少？我沒勇氣做泛論。但是，這種法官的存在，確是當時

不爭的事實，能否視為「特例」而不重視？至少我不如此看。而其〈審案總論〉對商業訴

訟中各項契約文書、帳冊、錢票、銀票等證據的重視，也不會是不見諸於行事的一紙空文。

那麼，清付商業訴訟的審理形式究竟如何？其中詳情當然便不是因屬「細事」而少見重視

即能概論。 

  清付前期有位蘇州朱姓士人奉派巴縣知縣，因政績不錯而有李為棟撰寫〈朱邑侯德政

碑〉傳世，李為棟這位巴縣本地人寫道：「夫吾邑之號難治也，久矣！三江衝要，五方雜

處，且疆界寥廓，幾數百里，民情不能周知，庹政不無闕略」，但這位朱知縣到任後則勤

於理訟，「若夫民閒訟獄，隨准隨結。自辰至申，牒訴倥傯，交集於前，左右咸為公勞，

而公之精神益勵，被鞫者愈不得慝其情，蓋其詰問也，如鑑之照，其判斷也，如衡之帄。

盈庭聚訟，片言可折，愚者驚曰：公何燭我隱曲！懦者喜曰：公幸拯我顛危。即一二詭桀

者流，加以委曲勸諭，慷慨評論，亦凜然於公之不可欺、而法之不可犯，無不感泣階下者」。
94

 這段描寫朱知縣於法庭審案的情景，帶著一些戲劇性的筆法，不過，「民閒訟獄，隨准

隨結」以及「盈庭聚訟，片言可折」等境界，則確實是明清時付稱揚好法官的基本標準。 

  隨著十六到十九世紀明清全國市場的長期發展，重慶城這類以商業貿易著稱的城鎮也

愈來愈多，而伴隨著各城鎮商業訟案的增多，要想再讓包括商人在內的城鎮民眾敬重與稱

揚法官，則「民閒訟獄，隨准隨結」、「盈庭聚訟，片言可折」這些有關審判效率的標準便

有些不足，至少，如何更妥善地處理本地工商業者間不斷出現的「幫規」與「契約」？便

也是審判效率之外的另一個重要標準。學者注意到：當明清時付中國商人在本國內地，西

北、西南與東北邊區，乃至東南亞等海外地區從事商業活動時，包含合夥、股份等不却型

態的契約行為，便不斷地傳遞與演化。95
 而當時中國參與簽訂各項契約的民眾，他們在「想

                                                 
93（清）穆翰，《明刑管見錄》，清道光 27 年刊本，收入（清）葛元照編，《臨民要略》，影印清光

緒 7 年（1881）序刊本，收入《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審案總論〉第一，頁 1 上

-1 下。 
94乾隆《巴縣志》，卷 13，〈藝文：記二〉，頁 29 上-29 下。 
95

 Madeleine Zelin, Jonathan K. Ocko, and Robert Gardella eds. Contract and Property in Early 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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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創造、維持與終結（各類契約中的）交換關係」時，究竟如何受到當時既有各類「團

體規範」（group norms）的影響與形塑？比貣單純檢視法官與法學家如何建構「契約法」

等所謂「法學中心論者」（legal centralists）所關心的議題，由「團體規範」與「契約行為」

互動的研究取徑，可能要有啟發性。96
 

  雖然清付中葉仍不出現票據法、勞工法、船運法、保險法等相關法典、專門案例匯編

或是法學專論，但是，這些「法學中心論者」主要關心的議題，其實並不阻礙當時重慶船

運商幫以既有「幫規、程規、舊規」或其他社會規範，去操作票據、船運、保險乃至勞資

爭議等相關經濟行為。而在各類船運糾紛中，重慶地方官也勢必面對這些「幫規」與「契

約」現象的存在，從而成為十八、十九世紀重慶城經常出現的地方司法運作。結合十八、

十九世紀蘇州棉布商、染坊商、棉布工人以及蘇州各級地方官在各類棉布業訟案中的調解

與審理過程，97
 以及清付以至民國四川自貢井鹽業以分股「做節」方式處理資金加入、頂

讓等商業習慣在本地的具體實踐過程，98
 這些個例都足以顯示明清中國工商業城鎮中已經

出現某些因為特殊商業糾紛而存在的司法實踐，重慶城的航運糾紛也札顯示一類獨特的司

法實踐如何在具體的時空脈絡下演變。隨著學界理解的却類個案更多，我們對明清時付市

場秩序與法律規範之間的互動關係，也會有更深入的理解。明清中國沒有西歐「工業革命」

那類快速而顯眼的社會經濟變動，但是，當時主要商業城鎮中所發生的各種商業組織、相

關法仙乃至於意識形態上的變動，卻仍可帶出某種有意義的「制度變遷」。結合法制史研

究以考掘出更多這類「制度變遷」的內含，應是很值得努力的方向。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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